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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法所得之沒收是我國法制亟需補強之處。許多犯罪者以不法方式取得犯罪財產之後，就逍遙法外或以之作為其他犯罪之資金，衍生更多不法情事，也與社會之正義與價值觀不符。
美國在沒收不法財產所得方面，有一項直得注意的方式，就是以民事對物訴訟之方式，向法院提起聲請沒收不法所得之請求，一方面適用舉證責任較低的民事訴訟程序，另一方面可獨立於刑事追訴程序，不受刑事訴訟結果之影響，藉此更為有效率地直接就特定財產之不法屬性與以確定。

美國的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 of 2000(簡稱CAFRA)，對於民事沒收之程序、第三人之權益應如何主張及保護、可沒收之標的物、毀損得沒收物之責任、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得否不揭露正在進行的刑事調查情形、反還扣押物以及錯誤扣押之責任、通緝犯喪失一定訴訟權利、有關外國裁判之執行等事項，都有所規定。這種訴訟之目的單純在於利用單一訴訟程序一次解決所有反對該項財產沒收之第三人之主張，並給予通知以及聽審之完整權利。以對物的民事沒收程序一次解決所有第三人之權益，若最終政府勝訴，即可完全取得該財產之所有權。
美國係使用陪審團制度之國家，因此，本文亦對陪審團之議題做研究，而不法所得沒收之情形常出現在白領犯罪，因此，對於白領犯罪相關之不實陳述罪、妨礙司法公正罪等條文，亦列為整體研究之對象，以求窺得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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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目的與過程

筆者於民國97年7月至98年7月間，奉派至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院(下稱康乃爾法學院)進修。我國法務部前與康乃爾法學院訂有備忘錄，該校將各接受每年至多兩名的法務部推薦檢察官前往該校研習，筆者與謝志明檢察官係第一批由法務部推薦前往該校研讀法律之檢察官，經該校審核通過，由法學院所屬的克拉克東亞法律與文化研究中心(Clarke Program in Eastern Asian Law and Culture)主任安娜麗絲、萊爾斯(Annelise Riles)出具邀請函，而順利成行。

在該校研習期間，筆者主要選修與刑事訴訟程序、刑法有關之科目，其中包括白領犯罪、貪污犯罪之管制、組織犯罪之管制、陪審團、刑法等課程，並向該校教授Valerie Hans, Ronald Goldstock, Stephen Garvey等多人請益。主要目的是希望對於美國就財產不法所得之沒收在刑事實體法與訴訟法方面有所了解。畢竟，雖然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沒收不法犯罪所得，但這仍是美國整體法制之一環，筆者必須對美國法制有全面性的了解，才能宏觀全貌。
這一年，筆者在不法犯罪所得之沒收方面，將瑞士與美國的財產沒收法制作整理，以利作為立法上之參考。對於美國的白領犯罪相關實體法與程序法之相關規定有進一步的了解與研究，並針對妨礙司法公正罪、不實陳述罪、檢察官偵察實務、檢察官倫理、大陪審團之功能等題目，作較為完整之探究。

心得及建議

一、瑞士之刑事查緝、扣押、歸還不法所得及國際合作

最近康乃爾法學院購得一本與查緝不法所得有關的書籍，名為(Recovering Stolen Assets)，
這是由一個名為巴塞爾管理研究所(Basel Institution on Governance)之機構，邀請在洗錢、貪污、追討不法所得有經驗及研究的檢察官、法官、律師、法律與經濟學者共同撰寫文章，由該機構總裁Mark Pieth編輯而成，在二零零八年出版。
全書共分六部分，分別談到各項挑戰、成功案例、追繳財產制度、扣押及沒收、聯合國可以提供之協助及未來之發展與做法，作者群來自英國、瑞士、美國、荷蘭、南非、阿根廷、巴西、菲律賓、奈及利亞等國，其中一位瑞士律師Paul Gully-Hart
寫到瑞士本國相關法令是如何針對外國高階官員在瑞士金融體系內之不法資產進行追蹤及扣押，以便與外國合作返還及分享瑞士境內查扣之不法所得。

此外，巴塞爾管理研究所網站內亦將瑞士之資產返還法令與條約架構、運作機制、相關權責機構、成功案例及凍結中或已歸還資產之統計數據整理相當清楚，
，瑞士政府官方網站對於相關事項亦有詳細資料可供查詢(詳後述)，我認為這些資料甚具參考價值，雖然不是實務經驗，仍有助於我們了解瑞士查扣與返還不法資產之依據與作法，茲整理讀書心得報告如下以供參考。

1、 相關權責機構

（1） 瑞士聯邦司法及警察部的司法辦公室所屬司法互助部門(Mutual Assistance Unit of the Federal Office of Just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Police)

瑞士聯邦司法及警察部的司法辦公室所屬司法互助部門是瑞士中央洗錢防制機構，負責收受、決定是否允許以及指派給聯邦或州的檢察機關處理外國之司法互助請求。網站內並提供相關應注意事項，以便請求國遵循。
其中在刑事請求
部分，備有一張檢查表，
要求請求國應以何種書面形式備妥所需資料。

（二）、洗錢通報辦公室(Money Laundering Reporting Office, “MROS”)

依據瑞士洗錢防制法（Federal Act on Combating Money Laundering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MLA”）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成立洗錢通報辦公室，係瑞士之金融情報單位(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FIU” )，由聯邦警察辦公室(Federal Office of Police)負責執行，專門接收與分析金融機構之疑似洗錢通報，若有合理懷疑發現瑞士刑法(Swiss Criminal Code, “SCC”)第二百六十ter條組織犯罪、
第三百零五bis條洗錢罪、
第三零五ter條
從事金融交易未盡注意義務罪之犯罪事實，或資產係犯罪所得或由犯罪組織掌控時，必須立即交給負責之檢察機關(If it has reasonable grounds to suspect that an offence as defined in Articles 260ter Number 1, 305bis or 305ter SCC23 has been committed or that assets are the proceeds of a felony or are subject to the power of disposal of a criminal organisation, it must notify this to the responsible prosecution authority immediately.)。
此外，瑞士的二十六州皆有負責處理洗錢與貪污等犯罪行為之調查與檢察機關，此部分並非檢察總長之權限。調查與起訴之權限原則上屬於各州，各州也負責執行司法互助之請求。以返還資產而言，最重要的州包括蘇黎世(Zurich)、日內瓦(Geneva)、提西諾州的盧加諾市(Lugano for the canton of Ticino)、佛州的首都洛桑(Lausanne for the canton Vaud)。

（三）、聯邦警察辦公室(Federal Office of Police)

聯邦警察辦公室與檢察總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合作調查聯邦犯罪案件，聯邦警察不能啟動刑事調查但可以發動初步的調查程序。

（四）、檢察總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檢察總長辦公室是聯邦層級之調查與檢察機構。在洗錢、組織犯罪及貪污罪領域，檢察總長有權處理跨國犯罪及牽涉數州之刑事案件。該辦公室也負責執行刑事案件之司法互助請求。

二、查扣與返還資產之運作機制

瑞士的查扣與返還資產運作機制可分為刑事與民事訴訟程序兩種方式，卻不允許民事之對物(in rem)沒收訴訟。
但瑞士依據聯合國反貪公約第五十三條之要求，仍允許請求國依照瑞士之民事訴訟法提起民事訴訟。
以下介紹刑事上返還資產之機制。返還資產僅為最後階段，其前置程序必然包括犯罪、洗錢情資之來源，發動偵查之調閱資料、搜索、扣押、訊問等動作，而啟動此項刑事偵查作為之情資來源無非係瑞士本國主動發掘或經由外國之請求。

（一）瑞士如何啟動刑事偵查作為

1主動發掘與情資來源

依據瑞士國際刑事互助法（Federal Act on International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IMAC”）
第六十七a條第一至第五項之規定，瑞士在未經外國請求時，基於准許開啟另一刑事程序或有助於現正進行之刑事調查之原因，得主動將調查所得之情報與證據傳達該外國機構。此項傳達不影響瑞士進行中之調查程序，若係傳達給無簽署協定之國家，應經過聯邦辦公室之授權，且不得傳達應保密之證據，但應保密之情報仍可傳達，只要是有助於外國提出互助請求。

在案件管轄方面，依據瑞士刑法第三條及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瑞士對於外國人之犯罪行為之全部或一部在其境內者，有管轄權，
與洗錢有關的包括像刑法第三零五條之罪、第一百六十條之隱匿財產罪、第一百三十八條之背信與侵占罪等，都是各州得進行調查之罪名。
至於瑞士聯邦所能起訴之案件，如前所述，只限於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三百三十七條之違反聯邦利益相關罪名，以及國際性的或跨越數州之白領犯罪、組織犯罪與洗錢罪。

在金融機構應採取之措施方面，洗錢防制法要求所有金融機構應善盡謹慎之查核程序，辨別客戶之身分，遇有疑似洗錢交易時，不論金額大小，皆應確認顧客身分，
應注意該款項之受益人是誰，
在任何交易階段起疑時都要重複確認客戶及受益人之身分，
在交易出現不尋常或有跡象顯示係犯罪所得或犯罪組織掌控時，課予金融機構負有釐清交易之經濟上背景及目的之特別義務。
以及保存交易紀錄之義務，且應能在合理時間內配合檢察機關調取資料或扣押資產。

有關金融業通報可疑交易之義務，若知悉或合理懷疑交易之資產與刑法第三百零五條洗錢罪有關，或係犯罪所得或犯罪組織掌控時，應立刻向洗錢通報辦公室通報，
且應在通報時立即凍結相關資產，在接獲檢察官命令之前，最多應持續凍結五個工作日，凍結期間內不得通知受凍結資產之相關人，
金融機構依情形善盡正當查核程序者，依本法第九條及刑法第三零五條之規定通報可疑資產並予以凍結後，不會因為違反營業秘密而遭起訴或因違反契約責任而負賠償責任。
在懷疑所交易之資產與犯罪有關、係犯罪所得或受犯罪組織控制時，即負有通報義務。
負有通報義務之人未依第九條之規定通報者，最高可處罰金二十萬法郎。

瑞士聯邦銀行委員會（Swiss Federal Banking Commission, “SFBC”）並頒布一項洗錢防制規則，自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生效，適用於銀行、資金經理人與證券商，且與瑞士銀行協會（Swiss Banker’s Association）及所有瑞士的銀行都簽署的與正當查核實務相關的瑞士銀行行為規範並存適用，用以禁止銀行收受在瑞士境內或境外之貪污或相關罪名之犯罪所得。若要與海外之「高風險政治人物」（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s, “PEPs”）進行交易，需由銀行高階人員處理。若金融機構疏於注意而接受犯罪所得，聯邦銀行委員會得認定相關機構及/或其高階主管不得在金融業從事服務。

對於前述「高風險政治人物」之資產變動，一向為國際公約及各國重視，瑞士聯邦銀行委員會依據洗錢防制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四十一條之規定，於所發布之洗錢防制規則(Ordinance of the Swiss Federal Banking Commission Concerning the Preven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MLO SFBC”)
亦將之定義為瑞士境外具有顯著公職身分者，包括國家或政府之元首、國家級之政府、司法、軍事或政黨之資深官員、人員，重要的國營事業之資深主管，以及被認為與前述人員有緊密家庭、人際或生意連帶關係之個人或事業，
也要求銀行把高風險之政治人物一律定義為具有較高風險之交易往來關係。
金融機構也要建立交易監視系統，以便偵測出較高風險之交易。應於一定合理時間內分析該筆交易，若有疑問應進行附隨的調查。

所謂附隨的調查，應依情形對下列事項進行查詢：交易之一方是否係存入資產之受益人、存入資產之來源、提出資產之目的、大額存款之理由、交易之一方與受益人之資產之出處、交易之一方與受益人之職稱或商業活動、交易之一方與受益人是否為高風險之政治人物、誰控制為交易之法人。
調查之方式依情形包括：自交易之一方與受益人方面取得書面或口頭之說明、實地訪查其公司、向公開的資料庫查詢、必要時向可信人士詢問。調查時應尊重隱私權，調查結果之可信度也應受到檢視。

綜上所述，金融機構會主動過濾可疑交易進行調查，必要時提出申報，洗錢通報辦公室等警察機關再過濾完而提給檢察官，決定下一步之偵查作為。檢察官因此可以在未經外國提出協助請求時，主動發動偵查作為。

2請求國提出請求

在請求國提出請求返還犯罪所得時，瑞士通常會認為這含有暫時扣押之請求，
依據國際刑事互助法第十八條規定，在正式的扣押請求提出之前，請求國得先請求瑞士當局在收到上開正式請求之前，先做出凍結相關資產之決定，惟該項凍結之請求必須符合緊急性與比例性。這類案例包括剛果民主共和國對前軍事強人莫普圖（Mobutu Sese Seko）、巴基斯坦對前總統布圖（Benazir Bhutto）之案件。
在接獲司法互助請求時，瑞士會依國際刑事互助法等規定審核應否准許，包括是否危及瑞士主權、公安等利益、
請求國之訴訟程序是否違反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四日之歐州人權與基本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4 November 1950)，或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f 16 December 1966)、請求國之起訴或處罰係基於被告之政治意見、或屬於某社團、種族、宗教、國籍、
請求國法院宣判被告無罪、或該判決之執行方式係瑞士法律所禁止、是否互惠、
所追訴之犯行是否在瑞士亦構成犯罪等。
請求國則需依法載明國際刑事互助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一條等規定之事項，包括管轄權基礎、請求之主旨及理由、罪名之構成要件與犯罪事實摘要、請求國內可執行之判決書、逮捕令狀等。經審核後，認為可以協助者，瑞士當局即開始進行相關刑事司法協助之措施。

（二）扣押與沒收資產等措施

1扣押

接獲司法互助請求後，若並非明顯不應允許或不適當者，得採取暫時性措施以維護現有狀況、保護受危及的法律利益、保全證據，若依資訊足以認定符合相關要件而需緊急採取相關措施以免危及程序者，瑞士聯邦主管機關亦得採取上開暫時性措施，若請求國於所定期限內未能再提出請求，則應解除該暫時性措施。

有關得扣押物之範圍，瑞士法院對於因犯罪而取得、意圖供犯罪所用或作為犯罪報酬之資產應予扣押，若該資產尚未移轉給會危及其法律上地位之人。
在保護善意第三人方面，該第三人取得資產但不知該資產得遭扣押之理由且已支付等額價款，或扣押將使其遭受不合比例之損害者，法院不得沒收。
法院對於犯罪組織得掌控之所有資產均應扣押，並先推定參與或支持犯罪組織者之資產係該犯罪組織所得掌控，除非另有反證。
而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判決中，維持瑞士司法部於二零零四年決定將奈及利亞前軍事強人Sani Abacha在瑞士的資產四億五千八百萬美金歸還奈及利亞政府之決定，認為該些資產為犯罪組織所持有，法院有權沒收犯罪組織控制下的所有資產。因此，瑞士法院在本件已經將高階政府官員及其親屬定性為犯罪組織，並推定所有該組織控制之資產與犯罪有關。

2返還

得返還之物品或資產包括犯罪工具、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或其價額與不法利益、促成犯罪之贈與或其他捐獻及其價額。
暫時扣押與返還不法所得之門檻不同。在前者，請求國只要表明其懷疑該相關財產與犯罪行為有關，在後者，請求國必須證明所涉犯罪行為與該項財產有高度可能之關連。
請求國可基於執行該國法院之判決或進行中之刑事調查等資料而請求返還資產，在前者，必須請求國之法院在終局確定判決中宣告沒收相關資產或應賠償予權利人時，才歸還資產。在後者，歸還資產可在法院宣示判決前及該外國程序之任何階段返還。

有關是否以終局確定判決為返還資產之前提要件，雖然瑞士國際刑事互助法第七十四a條第三項有規定應以外國法院終局確定判決為返還資產之原則(as a rule)，但瑞士聯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在菲律賓前總統馬可仕案件中卻認為法條用語所稱之「以…為原則」應理解為瑞士國會容許瑞士當局有裁量權。
所以，雖無該項外國之終局確定判決，瑞士當局仍會依據體案件之情形決定是否歸還。如果資產係犯罪所得已甚為明確，當局會歸還予請求國，若不清楚則否。
而瑞士司法部於二零零四年決定將奈及利亞前軍事強人Sani Abacha在瑞士的資產四億五千八百萬美金歸還奈及利亞政府，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維持此項決定，認為就奈及利亞政府之請求，不必以終局確定判決作為返還資產之要件，因為請求國已提出足夠證據令法院相信該些資產很清楚地源自犯罪行為（clearly originated from criminal conduct），瑞士法院進而依本國證據法標準，認為該些資產為犯罪組織所持有，依瑞士刑法第七十二條之規定，法院有權沒收犯罪組織控制下的所有資產。

另一個爭議是，如果請求國所請求返還的是等同於不法所得之總金額，並非認為被告在瑞士之資產等於犯罪所得時，由於該等資產並未被視為犯罪所得，該資產與犯罪即無關連，針對此問題，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在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之判決中認為，若給予請求國此等特權將影響其他所有權人之權益而非正當。因此，在欠缺資產與犯罪之連結時，若外國之調查程序尚在進行中，瑞士法律不允許返還資產，此時該請求國之唯一選擇就是取得該國法院之終局確定判決。

(三)分享沒收之資產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之分享沒收資產法第十一條規定是瑞士與外國簽定國際資產沒收協定之基礎，雖然原則上是平均分配，但還是可以調整比例，甚至基於可信的理由，仍可以全數歸還請求國，例如該犯行之本質、該外國參與調查之程度、犯行之國際定位以及對該外國造成之損害金額等。
在直接反還資產以外之其他選擇，可以將資產清償部分的債務，或將資產用於降低貧窮等公益計畫。以歸還奈及利亞政府的四億五千八百萬為例，兩國政府與世界銀行同意將款項分配用於降低貧窮計畫、監理機制等項目下去執行奈及利亞政府之年度預算。

三、結論

在刑事沒收方面，由於瑞士返還資產原則上仍是以請求國提出之終局確定判決為條件，只有在極少數例外之情形下，才允許無終局確定判決之返還，而有關貪污等重大洗錢相關犯罪，在請求國內之審理程序通常也是耗時甚久，所以返還資產仍有拖延甚久的情況存在。瑞士雖允許請求國以民事訴訟手段追討資產，惟此部分目前國內似無人討論其可行性，遑論瑞士並不接受美國允許之對物訴訟程序。然對照刑事程序之繁瑣與不經濟，或許瑞士應該考慮允許類似美國之對物訴訟程序，由請求國在瑞士提起訴訟，無庸等待請求國之刑事確定終局判決，也或許瑞士應承認請求國之民事訴訟程序或對物訴訟程序之判決結果，可能可以以相對快速之方式返還所扣押之不法所得。

二、美國檢察官運用民事對物訴訟程序達成沒收不法所得

以民事手段沒收不法所得是美國檢察官近年來積極拓展的領域，以前最主要的沒收手段仍然是以刑事手段將被告起訴，由於沒收是從刑，基於主從刑不可分原則，必須附隨於有罪判決才能宣告沒收，但這種以查獲有罪被告並取得有罪確定判決的方式，不足以應付實際上查獲不法所得的情形，基於不法所得不應由行為人或其他人享用，防止不法所得繼續做為其他犯罪使用，賠償被害人等基本原則，也有必要發展全面性沒收不法所得之機制，以免除上開弊端。

美國國會在西元兩千年就民事沒收程序有做增刪修補，該項法案稱為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 of 2000(簡稱CAFRA)，
對於民事沒收之程序、第三人之權益應如何主張及保護、可沒收之標的物、毀損得沒收物之責任、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得否不揭露正在進行的刑事調查情形、反還扣押物以及錯誤扣押之責任、通緝犯喪失一定訴訟權利、有關外國裁判之執行等事項，都有所規定，並成為檢方一項有效武器。

我最近找到一篇直接相關文章，題目為：The Case for Civil Forfeiture: Why In Rem Proceedings are an Essential Tool for Recovering the Proceeds of Crime，作者為Stefan D. Cassella，發表文章時間為2007年9月7日，在一場名為25th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conomic Crime會議發表，他當時職稱為美國司法部財產沒收與洗錢部法律政策副主任，現在維吉尼亞東區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服務。該文後來刊載在Journal of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Cassella在文章中舉出一些不可能在刑事上沒收的案例，而有必要以民事手段取得該遭扣押之財產之所有權，達到追討不法所得之目的。民事沒收訴訟的程序並不以人為被告，不是對人的(in personam)訴訟程序，是一種對物(in rem)之訴訟。民事訴訟中，以政府為原告，特定之財產為被告，所以其案件名稱相當特殊，舉例如下：

(一)United States v. $160,000 in U.S. Currency, or
(二)United States v. Contents of Account Number 12345 at XYZ Bank Held in the Name of Jones。

這種訴訟之目的單純在於利用單一訴訟程序一次解決所有反對該項財產沒收之第三人之主張，並給予通知以及聽審之完整權利。Cassella並舉例說明，毒販經判決有罪確定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可能會有不同第三人出來主張不同權利，包括共有或是設定抵押等，而這些第三人在之前的有罪判決沒收程序中，並未給予表達意見主張權利及接受裁判之機會，這是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該怎麼做呢，對這些第三人個別提起對人的民事訴訟嗎，這太繁瑣，而以對物的民事沒收程序一次解決所有第三人之權益，若最終政府勝訴，即可完全取得該財產之所有權。本文簡單扼要，且係實務界人士所寫，有助於迅速掌握觀念，所以整理供大家參考，不過，作者所講的還是在美國法概念下操作結果，這與我國規定不太一樣。
以下是Cassella所舉七種可以提起民事沒收訴訟之案例

第一，無抗辯時

若無人出面主張權利，此時國家未經司法沒收程序即可取得權利。在美國，百分之八十的扣押物屬於此類，在許多刑事起訴案件，若無人對沒收爭執，即可以對物之民事程序處理，以節省時間精力。以2006年所沒收之十二多億美金來看，百分之三十八屬於無抗辯(四億五千六百萬美金)，百分之二十九為有抗辯案件(三億四千八百萬美金)，百分之33屬於刑事案件(四億美金) ，可見無人抗辯之民事訴訟有效地以低成本獲取大成果，Cassella指出，只需要適當送達通知給對沒收之資產有法律上利益之人，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選擇不出面主張權利。

第二、被告死亡

在安隆案，被告Kenneth Lay雖經判決有罪確定，卻在核發沒收命令之前死亡，
有罪判決也沒效果，須改採民事沒收以達實效。
第三、行為人不明

美國實務上常常發現犯罪所得由使者持有，該使者並未參與犯罪，檢察官由周邊情況得知係犯罪所得，但檢察官及使者都不知道贓款之所有人，亦不知係何人犯罪，無從提起刑事訴訟。

第四、財產屬於第三人所有

被告以第三人之財產進行犯罪亦屬常見，若第三人知悉其財產作為犯罪使用或者有意忽視該事實，即應予以沒收。Cassella舉例說明，檢方想把毒販在紐約一處雜貨店一年內進行兩千萬美金毒品交易之該雜貨店予以沒收，幹員們在三個月內在該處取得六百四十六次毒品有關的對話紀錄。問題在於雜貨店是毒販母親所有，檢方遂提起民事沒收訴訟並勝訴，因為他母親並非不知情之所有權人，她知道她兒子販毒的紀錄，承認她懷疑其子有再度販毒，因為其子之獄中伙伴時常打電話來且過來店裡，她也警告其子夥伴應當面交談不要使用店裡電話以免遭幹員查到，法院因此以上開情形認定該屋有用於毒品犯罪而予以沒收。

第五、刑事定罪不符合司法實益時

在一些微罪案件，利如青少年利用家中電腦製作偽鈔，這時，沒收該台電腦可能比刑事制裁該青少年更為適當。但在重大犯罪時，被告公司只就輕罪認罪，不就重罪認罪，或根本不認罪，卻又願意支付巨額金錢。因被告公司不承認較重罪名，在缺乏刑事審判之下，就無法有刑事沒收，而公司又不能處以自由刑，所以在公司願意接受民事沒收命令時，再對公司提起刑事訴訟而求得刑事沒收命令就幾乎沒有實益。此時檢方採取民事沒收以達成目的，而不浪費資源在無必要的審判。舉例而言，維吉尼亞檢方在處理一家Purdue Frederick製藥公司生產的鎮痛劑未據實標示其可能之成癮性，公司只願意就標示錯誤的輕罪名認罪，這種輕罪也沒東西可以在刑事上沒收。不過該公司同意就洗錢罪名所生的兩億七千六百一十萬美金在民事沒收方面不爭執。這些錢是該公司在特定時期內販賣所得獲利之百分之九十，由此可見，民事沒收訴訟之功能在於可促成沒收之和解，而這是認罪協商或有罪判決所無法做到的。

第六、被告逃亡時

被告逃亡海外時，無法對之為有罪判決。但民事沒收卻可以針對被告遺留之財產為之。被告若欲對該民事沒收提出抗辯，必須親自出庭面對刑事起訴。被告不能一方面無視於刑事案件之法院程序，一方面要求法院在民事訴訟中保護其利益。作者舉例說明：在United States v. $6,976,934.65 Plus Interest, 478 F. Supp. 2d 30 (D.D.C. 2007)案件，被告以及其所控制之公司遭起訴，罪名為洗錢以及其他在安地瓜(Antigua)進行的海外網路賭博相關罪名。被告聲明放棄美國籍也不回國受審，但檢方得知他在英倫海峽之耿西島(Guernsey)的銀行有不法所得七百萬元存款，檢方對外國銀行帳戶提起民事沒收訴訟，法院也判決被告在親自接受刑事審判前，不得對沒收有所爭執。

第七、被告遭他國起訴但犯罪所得在美國

被告在他國遭起訴，但犯罪所得在美國，這時檢方會依法對美國境內的財產做沒收。在United States v. Union Bank for Savings and Investment (Jordan), 487 F.3d 8 (1st Cir. 2007)案件，
檢方對被告在約旦銀行紐約分行之帳戶取得法院之沒收命令，使該約旦銀行不得不自被告設在該銀行之其他帳戶存款取償。上訴法院維持原判，認為政府此舉非常適當，對於被告在外國銀行之帳戶存款提起民事沒收訴訟，而且該外國銀行不得對此項沒收訴訟主張權益，迫使被告必須親自對該沒收訴訟提出抗辯。假設檢方沒有此項民事沒收權利，就無法達成目標。民事沒收訴訟使美國可以為美國的犯罪被害人取回財產，而不必對遭他國起訴的被告提出刑事起訴或需有管轄權。

Cassella的結論是鼓勵其他國家也可以採取民事沒收之作法，因為這是追繳犯罪所得很重要的一項工具。依Cassella以上所述，這套方式似乎也受到法院支持，這應該也是美國檢方願意繼續發揚光大的動機。此處再舉一例說明美國法院在沒收犯罪工具所持之見解，早在通過CAFRA之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96年的Bennis v. Michigan 案件中，就已經重申，認為汽車共有人(妻子)主張其對於汽車遭另一共有人(先生)非法使用(先生以該車召妓從事性行為)係不知情之抗辯，並非法院所採，且國家予以沒收係做為公用，未予補償損失也不是對其財產權之侵害。因此認為密西根法院之沒收汽車判決並未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正當法律程序及第五修正案財產權之保障，
換言之，縱使被告辯稱不知情，仍須沒收其財產。這個案例最近被美國學者Robert A. Levy及William Mellory合著並於2008年出版的The Dirty Dozen: How Twelve Supreme Court Cases Radically Expanded Government and Eroded Freedom書中列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摧毀憲法保障人權之立國精神的十二個判決之一。沒收確實是對財產權之侵害，仍應遵守憲法規範方得為之，沒收法令的目的以及其所採取之手段，必須要能符合比例原則，保護善意第三人，但對於未盡注意義務之財產權人，甚至是容任其財產遭他人非法使用者，以致產生犯罪行為，是否仍有所謂善意值得保護？或者保障程度應有所不同？每一項沒收之相關立法甚至個案判決，應該都脫離不了這樣的思考邏輯。
三、United States v Aguilar—妨礙司法公正罪的主觀要件

概說

妨礙司法公正罪(obstruction of justice)雖然是美國檢察官處理白領犯罪的一項利器，但在適用時，檢方仍有一些舉證上的困難，以第一五零三條為例，該條文義甚廣，似乎涵蓋甚多妨礙司法正義的犯行。但不同的聯邦上訴法院以及最高法院為了避免該條之濫用，則加了一項條文所無的關聯性要件。在最高法院一九九五年的United States v Aguilar案件中，一位涉嫌洩漏偵查秘密的聯邦法官Robert Aguilar，面對聯邦調查局幹員詢問時，作出與事實不符的陳述，遭檢察官起訴洩密罪以及本條的妨礙司法公正罪。最高法院將被告的主觀要件加以限縮，若被告主觀上不知道其行為有妨礙司法公正之可能性，就不能認為被告構成本條之罪。

第一五零三條所規定之犯罪態樣如下：Whoever corruptly, or by threats or force, or by any threatening letter or communication, endeavors to influence, intimidate, or impede any grand or petit juror, or officer in or of any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fficer who may be serving at any examination or other proceeding before any United States magistrate judge or other committing magistrate, in the discharge of his duty, or injures any such grand or petit juror in his person or property on account of any verdict or indictment assented to by him, or on account of his being or having been such juror, or injures any such officer, magistrate judge, or other committing magistrate in his person or property on account of the performance of his official duties, or corruptly or by threats or force, or by any threatening letter or communication, influences, obstructs, or impedes, or endeavors to influence, obstruct, or impede, the du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shall be punished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b).( 任何人惡意地，或以恐嚇、暴力、恐嚇的信件或通訊等方式，努力於影響、遏阻、妨害聯邦法院之大、小陪審團之陪審員、官員，或在聯邦治安法官或美國司法官面前從事詰問或其他程序之官員執行其職務，或因為大、小陪審團之陪審員同意作出判決或起訴，或因其擔任或曾經擔任上開案件之陪審員，而傷害其身體或財產，或因為官員、治安法官或其他美國司法官之執行職務而傷害其身體與財產，或惡意地，或以恐嚇、暴力、恐嚇的信件或通訊等方式，影響，防礙或阻礙，或試圖影響、妨礙、阻礙司法之正當執行者，應依(b)項之規定處罰。)

而本件起訴書所認定被告涉犯之犯罪態樣為：被告惡意地試圖影響、妨礙、阻礙大陪審團之調查(“corruptly endeavoring to influence, obstruct, and impede the . . . grand jury investigation.”)。最高法院認為這位法官雖有不實陳述，但由於檢方未能證明這些調查局幹員係受大陪審團之指示而進行詢問，且這些幹員也未必於將來接受傳喚作證，因此，認為被告的不實陳述對於司法程序並不產生何種自然而可能的影響，而作出有利被告的判決。

案例事實

Aguilar案件之事實摘要如下。被告Robert Aguilar是美國聯邦地區法官，

本案起因於一位另案被告Michael Rudy Tham因侵占件遭判決有罪，他在一九八七年聲請撤銷原判，案件分給Stanley Weigel法官承辦。被告Tham為提高撤銷之可能性，遂請託Edward Solomon與Abe Chapman動用關係來協助他，Abe Chapman是被告Aguilar的遠房姻親，Solomon則是被告Aguilar在法學院時認識。在Solomon與Chapman和被告Aguilar見面之後，被告Aguilar就與Weigel法官談論案件。此時，被告Tham又因涉嫌另一工會詐欺案件，遭聯邦調查局向法院聲請核發監聽票，Chapman也是受監聽對象，聯邦地區法院院長Robert Peckham允許監聽，為期三十日之監聽至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為止，院長Peckham於審酌情況後，准許不通知受監聽人。在監聽過程，調查局發現Chapman與被告Aguilar會面之事，並向院長Peckham報告。院長Peckham為避免發生不當行為，在一九八七年八月，告訴被告Aguilar有關Chapman可能涉及犯罪，且曾經是受監聽對象。
由於被告Aguilar在五個月後也查覺到Chapman去他家拜訪時，有人在外監控，於是他要他的外甥去跟Chapman說電話有被監聽。

在被告Aguilar向其外甥洩漏偵查秘密之後的兩個月，聯邦大陪審團開始調查本件意圖影響被告Tham上訴案件結果之犯罪。兩位聯邦調查局的幹員前往詢問被告Aguilar，但被告Aguilar就其所參與之行為以及是否知悉監聽等事項，向幹員做了不實之陳述。大陪審團因此起訴被告前述之兩項罪名，其一係違法揭露監聽秘密，觸犯18 U. S. C. § 2232(c)之規定，其二係試圖防礙司法之正當執行，觸犯§ 1503之規定。陪審團認定被告Aguilar兩項罪名皆有罪，被告Aguilar上訴後，經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兩項罪名皆應撤銷，檢察官上訴至最高法院。由於大多數的巡迴法院認為本條之規定屬於概括條款，可以廣泛地適用於各種犯罪類型；但是第九巡迴法院卻採取同類解釋原則(Ejusdem generis rule)，也就是依據其他的例舉規定來限縮解釋概括條款以及其適用。

最高法院的論證

最高法院為了解決不同巡迴法院見解之歧異，而受理本案，它想要解決的問題是被告Aguilar雖然對聯邦調查局幹員做出不實陳述，但由於亦不確定該幹員將來是否會出庭作證，因此認為被告Aguilar不構成妨礙司法公正之罪，並發回重審。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之意見認為，被告Aguilar並未干預第1503條所稱之進行中的司法程序，因為大陪審團當時並未授權或指示調查局幹員進行調查，而且單純地對幹員做不實陳述，與該條所稱「惡意地影響」之要件不符，其解釋方法為引用一九八八年對第一五一二條所做的增補條文，也就是禁止對證人做惡意之勸說，該院認為第一五一二條係要求行為人有積極地企圖去勸說證人作虛偽陳述，並以之作為解釋第一五零三條此一概括條款之依據。

最高法院則先從第一五零三條之法條文義進行解釋。第一，它禁止任何人對於大、小陪審團之陪審員或法院官員於執行其職務時，有試圖影響、脅迫或阻礙之行為；其次，它禁止傷害法院官員以及其他執行類似職務之官員；最後，本條係概括條款，功能為禁止任何人有試圖影響、脅迫或阻礙司法之正當執行之行為。
 

其次，最高法院從該院對於第一五零三條之前身所作的第一件判決談起，也就是Pettibone v. United State。
該判決認為構成該條犯罪者，必須主觀上知悉有進行中的司法程序，否則就當然欠缺防礙之意思。
此外，最高法院也發現在巡迴法院有採取類似的觀點來限制本條概括條款之適用範圍，認為被告主觀犯意必須是影響司法以及大陪審團程序；若被告之犯意只是單純影響某些輔助的程序，例如並未取得司法或大陪審團授權之其他調查行為者，則不構成本罪。某些法院稱之為關聯性(nexus)要件，也就是說被告的行為必須與該項進行中的司法程序在時間、因果關係或邏輯上有所關聯。換言之，被告的所作所為必須有著影響司法正當執行之自然且可能的效果(natural and probable effect)。
此外，由於檢方在本案也未能證明調查局幹員係依大陪審團之指示進行調查，或者大陪審團已經傳喚幹員作證，因此，最高法院認為，由於進行調查的聯邦幹員未必會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因此，單純的對於幹員作不實之陳述，不足以構成第一五零三條之罪。

但是檢方也提出被告Aguilar與聯邦幹員之間的錄音對話為證，被告Aguilar於談話中有詢問聯邦幹員他是否被列為大陪審團調查之對象(target)，幹員則答稱：「現在有個大陪審團會議，我確定本案會聽取某些證據。」檢方認為這可證明被告Aguilar知悉有進行中的大陪審團程序，他對於幹員的回答就像是直接向陪審團陳述一樣。

最高法院則認為，上開證據只能證明被告Aguilar向進行調查的幹員說謊，而無法推論被告知悉他的不實陳述會呈給大陪審團作為證據。而且，被告Aguilar的行為正好就不屬於向大陪審團作出不實證述。如果是向大陪審團作出不實證述，該項證述就成為大陪審團評議的內容，而這是本條所禁止之行為。但是在一個尚未被傳喚至大陪審作證，也未受大陪審團指示的聯邦幹員面前所作的不實陳述，究竟要如何使用該項證據，也是不確定的，也就不能說有著影響司法正當執行之自然且可能的效果。

大法官的論證邏輯在於，被告接受調查局幹員詢問時，這些幹員一方面並不是代表大陪審團前來詢問被告，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是已經收到大陪審團傳票的潛在證人，而在詢問完被告之後必須據實向大陪審團作證說明所聽到被告的(不實)陳述。將來這些幹員是否會接到大陪審團傳票出庭作證，也是未定之數。那麼這些幹員所聽到的被告的不實陳述，到底能有什麼作用，也是極不確定的。當然就不能認為會對司法程序有何自然而可能的影響。

檢察官起訴書認為被告的行為妨礙了大陪審團的調查程序，而且被告於接受詢問之前，已經知道自己是接受大陪審團調查的對象，但大法官還是認為被告不構成本條之罪，因為大法官認為調查局幹員前來詢問被告，不能算是大陪審團的調查程序，則被告單純對幹員說謊，不能算是防礙司法之正當執行。換言之，調查局幹員所作的詢問訪查行為，不一定代表司法權(也就是大陪審團)之行使權力，如果不代表司法權，就不能說是本條所處罰的犯罪行為，至於是否構成其他犯罪，則需要再作進一步討論。
四、美國聯邦法官承認觸犯妨礙司法公正罪

2009年2月23日，美國前聯邦法官山繆、肯特(Samuel B. Kent)與美國聯邦檢察官
達成認罪協商，肯特前因涉及對辦公室兩位女職員有非合意的性接觸行為，遭到調查委員會調查。雖然肯特之前態度強硬拒絕認罪，且於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時，就所詢問的問題做出不實的回答，但最後仍然選擇承認觸犯妨礙司法正義罪，以換取聯邦檢察官撤回其餘五項非合意的性接觸罪名的指控。並宣布自即日起辭去終身職的法官職位。

肯特自一九九0年起經老布希總統提名擔任聯邦法官，迄今十九年。被害人A係其法官辦公室之案件管理員，被害人B係其秘書。在2003年至2007年之間，肯特未經被害人A之同意，對A做了進行非合意的性接觸行為，
包括強行脫去其上衣與胸罩等行為；
在2004至2005年間，肯特未經被害人B之同意，對B進行非合意的性接觸行為。
2007年5月21日，被害人A向美國聯邦第五巡迴區法院指控肯特法官之非法行為，該法院之法官會議便指定成立一個特別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2008年8月，聯邦檢察官起訴肯特法官涉犯對於被害人A之三項性侵害罪名；2009年1月，又追加兩項對於被害人B之性侵害罪名以及一項防礙司法正義罪名。
其中有關防礙司法正義之犯罪事實，係因2006年6月8日左右，肯特法官前往委員會進行說明，肯特法官做出不實的證詞，他說他與被害人B只有一次的未經允許的親吻，而且在被害人要求後就停止進一步的行為。但實際上，肯特法官對被害人B有多次的非合意性接觸行為，而且在被害人要求肯特法官停止時，肯特法官仍然持續其未經允許之性接觸行為。就此部分，肯特法官承認觸犯了第1512(c)(2)項的妨害司法正義罪。

本項之妨礙司法正義罪屬於概括條款，茲摘錄原文及翻譯如下：

“(c) Whoever corruptly --
      (2) otherwise obstructs, influences, or impedes any official proceeding, or attempts to do so,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20 years, or both.”
「(c)任何人惡意地—
   (2)以其他方式妨礙，影響或阻礙任何官方程序，或未遂者， 處以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本篇所定之罰金。」

在認罪協商契約內，特別表明被告肯特法官承認其所涉犯行之三項構成要件。第一、被告係惡意地防礙官方程序；第二、被告係直接故意；
第三、該官方程序係在法官或聯邦法院所進行之程序。
換言之，本項犯行之本質係被告肯特法官在接受調查委員會之調查時，明知確實有非法的性侵害行為，卻向巡迴法院所組成之調查委員會說謊。所謂官方程序在此係指調查委員會所進行之調查程序。因此，被告肯特法官說謊的目的就是在於妨礙、影響或阻礙調查委員會之調查，因而構成本項犯行。

本項妨礙司法正義罪的刑度為二十年以下，相當重，可能比其他實質犯罪刑度更重。而美國檢察官可以只追訴被告的妨礙司法正義罪名，卻撤回被害人最初申訴的性侵害犯行，當然也招致批評，近期較為明顯的案例有二，其一為瑪莎史都華涉嫌內線交易案，其二為美國前副總統錢尼之幕僚長利比洩漏中央情報局幹員身分之洩密案。檢察官皆僅起訴被告於調查程序中所犯的妨礙司法正義罪或不實陳述罪，對於本案之內線交易或洩密等罪皆未起訴。於是社會上出現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見解認為若妨礙司法正義之犯罪結果導致檢察官已經無法對本案起訴，例如，重要證物已遭毀損，則檢察官也只能起訴妨礙司法正義罪。

但若檢察官僅係出於利己之考量，柿子挑軟的吃，則應受到嚴格檢驗，因此有人主張妨礙司法正義罪應該加入重要性的構成要件，也就是說，檢察官必須證明被告知妨礙司法正義犯行所造成之結果有重要性，以限縮其適用。但也有人認為這種看法是對於防礙司法正義之犯行所產生之危害有所誤解。

妨礙司法正義罪之立法目的，係在防止調查程序受到非法的影響與阻礙，以免影響發現真實。它與不實陳述罪、偽證罪之功能類似，相輔相成，畢竟，實際案例一再證明，犯罪者為了掩飾犯行，必定會想盡辦法妨礙發現真實，肯特擔任法官十餘年，面臨自己遭受調查，銘之所述並非事實卻還是先選擇說謊，以圖影響調查委員會之發現真實。而妨礙司法正義罪之刑度可以高達二十年，在台灣大概無法被接受，在美國卻行之有年。這樣的刑度，可能比實際接受調查的犯行都要高，而妨礙司法正義之類的行為的舉證可能相對容易，以及妨礙司法正義罪所取得的刑度，即可包括本案犯行在內的效果，上述理由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實務上檢察官只起訴有充分把握的妨礙司法罪名。

五、美國檢察官難堪的一天

--史蒂文斯案的啟示

壹、前言

美國阿拉斯加州前參議員泰德、史蒂文斯(Theodore F. Stevens)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底競選連任之前遭到大陪審團起訴，七項罪名主要圍繞在史蒂文斯參議員故意隱匿所收受之利益而未依規定據實申報。
史蒂文斯已於同年十月底經陪審團定罪，十一月四日競選連任失利。但檢方辦案的瑕疵一直受到辯方攻擊，因為檢方遲遲未能依規定將所持有的有利被告無罪抗辯之證據交給辯方律師。況且去年十一月間，也就是在定罪後不到一個月之內，參與協辦此案的一位聯邦調查局幹員查德、喬伊(Chad Joy)揭發了檢察官及其他幹員在偵辦此案的違法行為，
承審法官艾梅特、蘇利文(Emmet G. Sullivan)也限期檢方交出相關證物。美國新任司法部長艾瑞克、厚德(Eric Holder)於是撤換原先承辦的檢察官，由新任的檢察官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向法院聲請撤銷該有罪判決並駁起訴。蘇利文法官隨即於四月七日同意檢方上開生請。
並指定律師亨利、雪克(Henry Schuelke)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原承辦檢察官是否涉及刑事的藐視法庭罪並予以起訴。

這無疑是美國檢察官難堪的一天，協辦的聯邦調查局幹員成為揭弊者(whistle-blower)，並且希望能取得各種可能的揭弊者保護，以免遭受報復。
法官命令司法部說明不給予保護之原因以及決策者是誰，並交出相關資料。
新接手的聯邦檢察官也交出確實存在的有利被告的證據，足證揭弊者所言非虛。法官更因為不信任司法部的檢察官能公正處理本案，而任命另一位民間資深律師擔任特別檢察官來調查司法部的原承辦檢察官。因為依照聯邦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42(a)(2)條之規定，有關刑事藐視法庭罪原則上應由司法部的檢察官起訴，除非基於司法利益之考量而必須指定其他律師為之。檢察官瞬間從控方變成受調查之對象。

貳、起訴事實

讓我們先從檢方起訴之事實談起。

罪名一、不實陳述罪(18 U.S.C. 1001(a)(1))

史蒂文斯在阿拉斯加的格伍德(Girdwood)地區有棟住宅，VECO公司是一間阿拉斯加州非常大的私人公司，營業項目係提供石油管線及建築之服務，不包括住宅建築、改建或翻修。比爾、艾倫則是VECO公司的營運長及股東，也是史蒂文斯的朋友。美國聯邦參議員依照一九七八年通過的政府倫理法案(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簡稱EIGA)之規定，必須在次年五月填寫財產申報表交給參議院之秘書處，將其收入、資產、贈與、債務等財務資訊揭露並接受檢查。財產申報表上皆有註明若明知且故意為不實申報者將受到民事與刑事之處罰。需揭露之人包括參議員、配偶與未成年子女。債務之申報門檻為該年度超過一萬美金者。贈與責計算單一贈與者餘該年度之總贈與額是否超過一定數目，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二年，金額為二六零元，二零零三年為二八五元，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六年為三零五元。

起訴書認為從一九九九年五月起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之間，史蒂文斯從艾倫以及VECO公司取得了超過二十五萬元價值之東西，卻以下列之計畫而隱匿(conceal)，未於財產申報書上予以記載。起訴書詳列了史蒂文斯所取得的利益，詳如後述：

第1， 一九九九年，史蒂文斯想要買新車給小孩，遂以自己一輛時價低於二萬元的一九六四年分福特野馬汽車(mustang)外加五千元，與艾倫以約四萬四千元新買的路華休旅車(discovery)互易。

第2， 兩千年之春天或夏天，史蒂文斯與艾倫討論是否可由VECO公司來為其格伍德住宅進行翻修。並與該公司之建築師洽談，建築師並為其繪圖。同年秋天，史蒂文斯與VECO公司聘請A建築公司施工，A公司雖有向史蒂文斯請款，史蒂文斯也付款，但款項不包括VECO公司之員工與承包商之人工費用及VECO公司提供之材料費用。總計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VECO公司所招致之材料、勞力、建築設計與服務等支出大約有81,775.18元，其他支出約110,153.64元。史蒂文斯知道VECO公司之員工與承包商參與大多數翻修工作，卻從未支付予VECO公司任何費用。

第3， 二零零二年，VECO公司之員工與承包商仍持續住宅之翻修工作，大約花費該公司55,000元。史蒂文斯知道VECO公司之員工與承包商參與大多數翻修工作，卻從未支付予VECO公司任何費用。

第4， 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史蒂文斯聯繫艾倫及VECO公司之員工至其住宅作一些簡單的住宅維修工作，卻從未支付過材料與勞力費用。每個年度皆超過三零五元。

第5， 二零零六年，一月時，史蒂文斯聯繫艾倫協請VECO公司員工來檢修鍋爐與暖氣系統，並由外包的廠商以及VECO公司員工負責施作。艾倫要求外包廠商將發票拆成材料與勞力費用，前者寄給史蒂文斯，後者寄給艾倫，兩張發票金額皆超過一千元，史蒂文斯於二月間知悉上開事實後，以電子郵件要求艾倫通知該廠商寄發票給他自己。但史蒂文斯仍未支付款項給艾倫或該外包廠商。

起訴書並以電子郵件、史蒂文斯之在場參與、討論等等證據，指出史蒂文斯確實有參與並知情，竟仍未於財產申報書上予以記載，而認為以上事實涉犯18 U.S.C. 1001(a)(1)之隱匿重要事實(material fact)罪。
首先必須說明，美國的不實陳述罪包括兩種類型，第一種係不實陳述罪，第二種係隱匿重要事實罪。前者包括口頭或書面，已宣誓或未宣誓，自願或法律要求的陳述。檢察官必須證明該項陳述確實是虛偽的，而不只是誤導的、未經授權的或甚至是欺騙的。後者就是被告將重要事實予以隱匿不揭露。因此，在被告抗辯其陳述雖具有高度誤導性，但並非虛偽時，司法部建議檢察官可選擇以隱匿重要事實罪來避免虛偽陳述罪所需負的舉證責任。隱匿重要事實罪並不要求證明被告之陳述係虛偽，而要證明被告係以手法、計謀或手段而歪曲、隱匿重要的訊息，也需要被告有一些隱匿的積極動作。而且，被告在隱匿事實時，必須負有揭露該等事實之法定義務。所以在被告有揭露義務時，若被告仍有所誤導地保持沉默，就有可能構成本項犯罪類型。因此，起訴書選擇以隱匿重要事實罪來起訴。

至於第二至七項起訴犯罪事實與罪名，則是依循上開所依據之事實，自二零零二年起至二零零七年所填寫之前一年度財產申報書，史蒂文斯皆未能據實記載所收受超過申報上限額度之贈予或負債，而分別構成獨立存在之不實陳述罪名(18 U.S.C. 1001(a)(2))。

叁、本案癥結—證據開示義務

在我們進入檢調的辦案缺失之前，先簡要說明基本的證據開示原則。

美國檢察官在起訴前可透過大陪審團享有諸多調查權力，辯方律師此時無法發揮實質作用。但起訴後，辯方律師即有權取得一些有助於辯護的資料。有三項主要的機制可供辯方律師在法律上主張：第一，依據Brady v. Maryland，
檢方應將自己持有而有利被告主張之重要證據交給辯方律師；第二、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六條之規定，該條規範了審前的證據揭示義務；第三、依據Jencks Act
及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26.2條之規定，該條規範了證人之所有相關證述記錄檢方皆應揭示。

美國最高法院在一九六三年的Brady v. Maryland案件，認為檢方不交出有利被告辯解(exculpatory)之重要(material)證據，係違反美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規定，所謂有利被告之重要證據，可以包括有罪無罪或量刑層面，這項要求並非處罰檢察官，而是在確保審判之公平。當被告遭受不公平之對待時，司法體制就受到傷害。所謂證據之重要性則是另一個爭點，美國最高法院在一九八五年的U.S. v. Bagley
案件，採用了合理可能性(reasonable probability)的標準，也就是說假設該項證據有提供給被告，判決結果會有所不同，也就是足以削弱對判決結果之信心。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六條則規定，要求檢方應該揭示包括被告的口頭陳述、書面或經記錄之陳述、刑案紀錄、各種文件資料與物件、鑑定報告、專家證人之證詞摘要，被告方面則應揭示各種文件資料與物件、鑑定報告、專家證人之證詞摘要。本條之適用情形與上述的Brady v. Maryland案件有些顯著差異。它的範圍較廣，不限於有利被告辯解之重要證據，此外，檢辯雙方之互惠係適用之原則，換言之，辯方主張本條要求檢方開示證據後，辯方也負擔了交出證據之義務。

Jencks Act及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26.2條有些不同，前者之規定其實是在確保檢方在其主詰問檢方證人結束之前，無義務交出上開證據資料給辯方準備或使用，所以本質上屬於反揭示條款。
換言之，辯方原則上無權要求檢方揭示其所持有之證人筆錄、陳述等資料，除非檢方將該證人列為審判中之檢方證人並予以傳喚到庭做證。學者指出，本條另一個實務運作上的問題在於檢方所給出的資料有可能數量龐大，以致辯方律師沒有時間充裕研讀與準備，無法有效地在交互詰問時加以利用。礙於規定，法院只能鼓勵檢方提早揭示，但檢方依法本即享有裁量權，不受法院之拘束。
後者則將前者之規定擴大成為對檢辯雙方皆適用，因此，在聲請傳喚證人之一方做完主詰問後，另一方得聲請法院命令對造交出其手中所持有與詰問事項有關的所有該證人之相關陳述資料。若係基於訴訟法所賦予之特權或與本案無關之事項，得以不必揭示者，法官得命該造將部分內容予以遮掩(例如：塗黑)後，再交給對造，本條也適用檢辯雙方互惠的原則。

法官認為檢方在史蒂文斯案件所犯的錯誤，就在於違反證據揭示義務。以下即說明相關之辦案缺失。

肆、檢調之辦案缺失及不法行為

在喬伊幹員出面揭發後，原承辦檢察官也無法招架，新接手的檢察官也發現有利於史蒂文斯的證據並交付給法院及辯方律師，司法部長更發表聲明，基於正義之考量，決定撤回起訴而不再追訴史蒂文斯。
以下分別就檢方、喬伊幹員以及法院之說法來了解。

一、檢方說法

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書狀中，檢方承認有一些證據並未於審判前或審理中交給辯方律師。包括兩位檢察官在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與艾倫進行訊問時所作的記錄，顯示艾倫在被問到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月六日，由史蒂文斯寄給艾倫的票據時，艾倫的回答是他不記得曾與鮑伯、伯森斯(Bob Persons)談到有關交給被告帳單的事情。此項陳述與艾倫於審理中作證之內容不符，因為艾倫於審理中記得且描述了他與柏森斯有關這張票據之對話。此外，四月十五日之記錄顯示艾倫曾估計VECO公司所花費於施作史蒂文斯住宅之市價約為八萬元。這種內容的證據顯然可以讓辯方律師於交互詰問及向陪審團說明時使用。

二、喬伊幹員說法

為了調查與起訴阿拉斯加州的聯邦與州層次的立法者、遊說團體及企業家，美國司法部廉政處的檢察官與聯邦調查局安克拉治辦公室的幹員進行一項代號為Polar Pen的行動，喬伊幹員在陳報狀內指出，主要的案件承辦人是瑪莉、貝絲、克普納(Mary Beth Kepner)幹員，喬伊則是協辦者。喬伊發現在偵辦過程中，它有親自見聞或得知嚴重違反規定或甚至可能是觸犯刑法的行為。他曾經試圖矯正並直接與克普那幹員溝通，但沒有成功。後來他採取的作法就是把問題轉知給上級知道。

但直到史蒂文斯案件審理過程，由於有太多嚴重問題出現，他覺得這種案件處置失當的情形存在太久；一位克普納幹員的線民在其書中寫到其為聯邦調查局工作的情形，公開提到聯邦調查局是如何不當的處理其案件，寫到該線民本不應知悉的調查工作，該書並提到喬伊幹員之姓名多次；聯邦調查局安克拉治辦公室最近將克普納幹員的線民轉給包括喬伊在內的其他幹員，喬伊認為克普納幹員還是會有類似的不當行為，這將使其他幹員又陷入喬伊於過去五年所經歷過的不當情形；喬伊幹員最近被要求與另一位在監服刑且計畫出書的線民接觸，喬伊耽心會產生更多問題且又要陷入克普納所製造的問題；喬伊最近與兩位幹員談及此事，大家都鼓勵他為了單位著想，應出面舉發以矯正這問題；喬伊雖然已經先向內部管理階層反映此事，但得不到解決；而喬伊又把聯邦調查局的核心價值熟讀一次，發現在本陳報狀內所提到的事情全都與該價值不符。因此，他決定要向法院陳報他所知道的不法行為。

在陳報狀內，喬伊幹員詳列克普納幹員以及檢察官的相關不法行為：

第1、 克普納幹員

總體而言，克普納幹員與其線民太過親密。她會與線民約在家中見面，與他先生一同和線民在家中共進晚餐。她洩漏調查工作的細節給線民，告訴線民有關聯邦調查局的辦案技巧與內部運作，接受線民的餽贈，卻幾乎不在檔案內予以記錄。喬伊接著列出多項他認為不當的行為。包括：

(一)、克普納幹員的先生現在在安克拉志港的警衛工作就是線民所提供的；克普納幹員未經喬伊幹員之允許，向線民洩漏其相關個人資料；克普納及其先生與另一位受監聽且列為嫌疑人之對象一起打高爾夫球；克普納幹員與史蒂文斯案的關鍵證人，也就是VECO公司的營運長，艾倫，兩人在華盛頓特區的飯店房間內單獨見面，喬伊幹員事後得知曾經告訴克普納幹員不要再有類似行為，但遭相應不理。而平時不穿裙子的克普納幹員，竟然在艾倫要作證的那一天穿上裙子，並說這是給艾倫的驚喜/禮物。克普納可能已經向艾倫洩漏安克拉治警局調查艾倫的案件進行狀況。克普納並將其他證人在大陪審團作證之情形洩漏給艾倫知道，其他證人輾轉得知後，非常不安，而這是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克普納幹員與一些媒體記者有不當的關係及電話聯繫。

(二)、由於審判時，法院命令檢方要提出聯邦調查局的302表格(FD-302 form)，也就是幹員們把他們所作的詢問過程內容提出報告或摘要的表格。但檢方所提供給法院的表格是編改過的，法院知道後，當庭斥責檢察官。同一日稍後，克普納幹員告訴喬伊幹員是她改的。

第2、 檢方缺失

(一)、證人羅伯特威廉斯(Robert Williams)係檢辯雙方皆聲請傳喚的證人，審判前先由檢方帶到華盛頓特區，在審判前的一番準備後，包括模擬的交互詰問證人，司法部的原承辦檢察官尼克、馬旭(Nick Marsh)決定捨棄威廉斯，並以健康不佳之因素要送他回阿拉斯加州。喬伊幹員認為應該先通知辯方及法院，其意見未受採納，反而被指定陪同證人回阿拉斯加州。法院及辯方知悉此事後皆非常生氣，認為檢方此舉已構成不法行為。此外，檢方還曾經企圖拒絕交出其他所持有而應交出的302表格。

(二)、檢察官馬旭或艾德蘇利文(Ed Sullivan)收到辯方律師提供的三十箱證物後，未轉交給聯邦調查局處理並輸入資料庫；而且他們在收到證人於大陪審團程序提出之證物後，亦未交給聯邦調查局處理並輸入資料庫。

三、法院說法

蘇利文法官對於檢方在這個案子的表現可說是憤怒至極。他的不滿包括下列情形：

(一)檢方未能提出證人威廉斯於偵查中大陪審團作證時之證詞，此項證詞之價值在於威廉斯係VECO公司之員工，他在史蒂文斯之住宅工作的實際時間比他的工作時間表所顯示的要短，而且他常常是在作VECO公司的工作。因此，VECO公司給史蒂文斯的餽贈或服務之價值未達二十五萬元，僅管還是相當高。

(二)檢方未通知法院及辯方，就將威廉斯送返阿拉斯加州，檢方的說法是威廉斯身體健康欠佳，但喬伊幹員卻說是因為威廉斯在審前的模擬交互詰問中表現不佳才被送走。

(三)檢方將有利於史蒂文斯的無罪證據，也就是詢問艾倫的筆記加以部分塗改後才交給辯方律師，後來發現該塗改的部分顯示，艾倫表示史蒂文斯是願意付錢給VECO公司的，如果他知道錢是VECO公司支付的話。檢察官直到艾倫在法庭作證時才交出內含這段文字的完整筆記給辯方律師。
事實上，在案件進行至十月二日時，辯方律師向法官主張本件審判無效，因為檢方一直未將這類有利於史蒂文斯的無罪證據交出。憤怒的蘇利文法官暫停審判，命令檢方交出幾乎所有手中的檔案資料給辯方律師。

(四)檢方在計算史蒂文斯自VECO公司取得之利益時，有將證人大衛、安德森的工作時間表計算在內，但是安德森卻向檢方表示在那段期間內，他曾經有部分時間是前往波特蘭為她姑姑工作。檢方並未將這部分有利於史蒂文斯的無罪證據交給辯方律師。

(五)檢方於偵查中明知證人威廉斯與安德森的實際工作時間與工作時間表之記載有所出入，卻仍然使用上開記載不實的證據資料。

(六)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三日，由於原承辦檢察官無視於法官所定的最後交付證據期限，並向法官承認他們並無法律上的原因拒不交出，遭到法官認定藐視法庭，法官並說日後再決定要如何處罰。

伍、不同的反應

在司法部長公開發表聲明決定聲請法院認定判決無效並不再追訴史蒂文斯之犯行後，美國出現了不同的看法。蘇利文法官說他在不同的案件皆發現檢察官有隱瞞證物的傾向，他促請全國的法官在刑事案件要核發正式的命令要求檢察官提交證物給被告，也要求司法部長應下令訓練檢察官。
美國律師協會刑事司法部門的職業倫理委員會的共同主席Ellen Yaroshefsky教授認為，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求全國檢察官應依據最高法院判決及相關規定履行交付有利被告之證物之義務，律師倫理規則也應該有較詳盡的規定，此外，檢察官的訓練與監督應該增加，檢察官與公設辯護人的工作負擔應該要合理。再者，除了處罰違規的檢察官之外，對於因為欠缺法律依據而主動自願撤回起訴的檢察官也應該受到肯定。
她認為這是冰山一角，應該檢視檢察界的文化，為何有的檢察官要不計成本求得勝訴，為何會有促使檢察官不遵守基本倫理規範的文化存在。

六、淺談美國聯邦大陪審團制度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非經大陪審團提起公訴，人民不受死罪或其他不名譽罪之審判，…(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同時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七條規定，最輕刑度一年以上之罪，被告得放棄由大陪審團起訴(indictment)之權利，而以檢察官之起訴(information)代之。
大陪審團由十六至二十三人組成，
其功能包括偵查犯罪與過濾起訴二者，用以節制檢察官之權力。

台灣的檢察官有權力自行核發傳票傳喚被告與證人，命其提出相關證據扣案，進行訊問時，處於密閉空間，不受外界或監督，但被告可以選任辯護人在場；美國檢察官無權自行核發傳票，要事先聲請大陪審團核發傳票傳喚被告或證人，以及要求他們提出所持有之證據，且必須在大陪審團前進行訊問，不過，辯護人於大陪審團偵查中，無權入內陪同偵訊。美國制度與我國有所差異，以下簡要做相關介紹。

過濾功能

陪審團是以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之標準來審核嫌疑人是否有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檢察官必須以各種調查證據之方式來向陪審團證明被告之犯嫌已達上開標準，在大陪審團之偵查程序，檢察官並不適用審判中的證據法則，也不如審判中可以受到辯護人或法院之監督或審查，所以大陪審團應該檢視檢察官的追訴是否出於理性、或是遭受其他權力之指使、出於惡意及個人之邪惡意志(United States v. Mechanik, 475 U.S. 66 (1986)。所以大陪審團制度應是用來避免檢察官的錯誤起訴。經由討論後，若有十二名以上的陪審員同意起訴，大陪審團就會在公開法庭將起訴書交給治安法官，若無法達成同意，也會即刻以書面通知治安法官。此外，即便大陪審團認為證據足以起訴，但仍然可以祭出拒絕執行(nullification)的權力，而拒絕起訴。

偵查功能

大陪審團進行調查時，除了法院紀錄員、通譯或錄音設備操作員以外，只有檢察官以及接受調查的被告及證人能在場，辯護人不能在場。
大陪審團調查中，也有偵查不公開之原則。下列人有遵守偵查秘密之義務：陪審員、通譯、法院紀錄員、錄音設備操作員、錄音證詞之譯文製作人員、檢察官、檢察官認為有助於執行聯邦刑事法律的任何政府人員、以及協助調查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之其他檢察官、聯邦相關機構之人員。
大陪審團可以揭露偵查中秘密的情形，無非係以有助於本案或其他案件之調查為前提，或者是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等。若必須遵守偵查秘密的人有洩密行為者，屬於藐視法庭之犯行，視情形也可能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罪。

如學者Daniel C. Richman所描述，在最輕本刑一年以上之案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為大陪審團並無重要角色，另一類為大陪審團相當重要。前者佔大多數，其操作模式為大陪審團聽了一位或數位幹員之傳聞證詞，然後大陪審團就依照檢察官建議的內容同意起訴。在請求大陪審團介入之前，案件已或多或少進行一些調查。以販毒或組織犯罪為例，因為事前會有監聽，所以需要檢察官較早的介入。但是在大部分案件，司法警察會自己進行調查，除非警察靠自己已無法更深入，才會尋求檢察官協助。警察無需藉助大陪審團之強制處分權就可以進行蒐證的話，就不會去找檢察官及大陪審團。事實上，警察取得物證之方式，可以透過搜索票或由他人主動提出，也可透過被害人、目擊證人或是一些願意配合的機構取得犯罪相關訊息。如果需要動用強制方式取證時，司法警察可能可以透過行政法上的一些強制權力來取證。但最重要的強制手段還是以起訴本案或其他案件做為威嚇，以換取被告或證人之合作與作證。若經由以上方式皆能順利取證達起訴門檻，則大陪審團之召開也只是形式上認可檢察官之起訴而已。

但如果以上方法失敗，被告或證人不願意配合檢察官，檢察官也拿被告沒轍，因為檢察官原則上沒有核發傳票傳喚的權力，無法強制被告到場，這時只能訴求大陪審團同意核發傳票。

美國檢察官原則上無核發傳票之權力，這是台灣檢察官很難想像的情形。不過，在有關健康保險之犯罪以及對未成年人之性犯罪，國會還是例外允許司法部長或其指定之人得獨立核發傳票，明定證物之名稱與合理之歸還日期，強制證物之持有人提出證物，並說明與此項證物之提出及驗真有關情形。(參照18 U.S.C. 3486(a)(1)(A)(i)、18 U.S.C. 3486(a)(1)(B)(i)與(ii)之規定)。

因此，需要在大陪審團面前進行之調查程序可分為兩類，第一，證人依法負有保密義務，除非接獲傳票才揭露相關資訊者；第二、證人未接獲傳票之前，不願出庭說明，這可能因為證人就是不想提供相關資訊給檢察官，或者他們不想讓別人認為他們是主動配合，且這些證人也還不到出庭作偽證或藐視法庭的程度。

在台灣，被告或證人面對司法警察或檢察官、法官調查時，可能會串證或避重就輕，即便事後遭拆穿，檢察官或法官也未必積極再辦證人偽證罪，因為台灣偽證罪之要件舉證責任甚高。在美國，不僅偽證罪之舉證責任較低，且因為檢察官可以運用豁免權以及藐視法庭罪之處罰，使得被告接獲大陪審團之傳票後，即便主張第五修正案不自證己罪特權而保持沉默，仍然必須先接受藐視法庭罪之處罰。此時被告就必須考慮當下是否要說實話還是先關進看守所再做決定。或許我們可以把這種作法解釋為【美國法上的押人取供】。

押人的確是美國法上用來取供的重要方式之一，美國法上的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也不是那麼絕對。在被告、證人顯然知悉重要犯罪事實，卻又主張不自證己罪特權而拒絕陳述時，檢察官可以考慮提供豁免權，透過大陪審團強迫被告、證人具結供述，若被告、證人仍行使緘默權，美國就以藐視法庭加以處理，關進看守所。近幾年很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國前副總統錢尼之幕僚長利比洩漏中央情報局幹員之真實身分，經由媒體報導而公諸於世，美國特別檢察官經由大陪審團傳喚時代雜誌以及紐約時報記者庫柏及米勒出庭作證說明消息來源，但遭拒絕，地區治安法官於是於二零零四年十月間認定兩名記者藐視法庭，二名記者上訴遭巡迴法院駁回，最高法院也拒絕受理上訴，必須面臨最高四個月的牢獄之災。二零零五年六月六日，庫柏同意作證而免除牢獄之災，米勒則入獄服刑，直到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其消息來源，也就是利比出面同意米勒供出消息來源就是他之後，米勒才遭釋放。

綜上所述，美國的實務運作，一般的暴力犯罪或不涉及洗錢之販毒案件通常不會用到大陪審團之權限就能有足夠證據。而大陪審團處理最多之案件是白領犯罪，即便檢察官的證據已達聲請搜索票之相當理由，但檢察官通常仍選擇以傳喚之方式進行調查。美國學者認為，這樣的自制一部分出於對辯護人之禮遇，另一方面基於檢察官的自信，認為這種程度之強制處分權就受調查之對象及證據而言即已足夠。

台灣的檢察官也會以傳票要求被告、證人等持有人提出證物到場，檢察官會在傳票上註明應提出之證物名稱，或者以相關物品加以描述，但是在公務員貪瀆等案件，以傳票要求被告提出足以自證己罪之證物，大概會被笑掉大牙，案子也不用辦了。不過，美國有關公務員貪瀆案件之偵辦方式，與台灣實在是相差太大，這可能與美國相關貪瀆法條之構成要件較為寬鬆有關。以最近伊利諾州州長賣官案為例，該案係以郵電詐欺法第一三四一條、第一三四六條等法條起訴，檢察官的舉證責任，以第一三四一條為例，只需要證明兩項要件即取得有罪判決，其一為詐欺之計畫，其二為利用跨州的郵務或電信設備來促進該項詐欺計畫。第二個要件其實是要讓聯邦取得管轄權之要件，因此，檢察官真正需要證明的其實只有被告有詐欺之計畫。由於該條文義之寬泛，所謂詐欺已經適用到賄賂等犯行，再參照第一三四六條之規定，所謂詐欺之計畫包括剝奪他人享有接受誠實服務之無形權利，因此，就公部門的貪污而言，這就是指公務員的貪污行為使選民無法享有其應得的誠實服務之權利，感覺上像是公務員有違背職務之計畫，即足以構成犯罪。而這樣簡單而寬泛的法條，最高可處以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比較台灣檢察官與美國大陪審團之異同。台灣的檢察官與美國大陪審團都有核發傳票的權力，證人在美國大陪審團以及台灣檢察官面前做偽證者，也構成偽證罪，可見台灣的檢察官形式上權力相當大。但不服從台灣的檢察官命令者，不會受到很嚴重的制裁，因為台灣欠缺美國那樣完整的藐視法庭以及妨礙司法公正罪。在美國，不服從大陪審團命令者，有藐視法庭或妨礙司法公正罪可施以有期徒刑或罰金之制裁，台灣欠缺類似立法，任何人不服從檢察官發函要求提出證物之命令者，也不會因此受到任何制裁。美國大陪審團幾乎是檢察官的橡皮圖章(有句話形容得特別貼切，只要大陪審團享要的話，大陪審團是可以起訴一個火腿三明治涉嫌犯罪)，所以，實質上，不服從大陪審團命令者，實際上是不服從檢察官以大陪審團名義核發之命令；檢察官在大陪審團面前詰問被告或證人時，辯方律師不得在場，這又與台灣非常不同，辯方律師完全沒有發揮的空間(但美國司法部的政策是要求檢察官在詰問時應提醒證人在刑事訴訟法上的相關權利)，所以辯方律師的一貫立場是：非常不希望當事人在欠缺檢方提供豁免權之前提下出席大陪審團之調查程序，而且要當事人隨時注意應主張第五修正案之不自證己罪特權。

綜上所述，由於核發傳票等強制處分行為還是要透過大陪審團為之，似乎不太方便而某種程度上可以節制檢察官權力，但在大陪審團偵查程序中，檢察官對於被告、證人之詰問受到相當少的節制，又可以以提供豁免權的方式強迫被告或證人供述，不得保持緘默，還有藐視法庭、妨礙司法公正、不實陳述等罪可以適用，這整套制度有它運作的邏輯與功用，但與台灣差異甚大。

台灣的檢察官制度本來設計上是享有核發強制處分權的法官性格，以及指揮監督司法警察官之偵查指揮官角色，證人在檢察官面前的虛偽陳述構成偽證罪，檢察官並享有第一次訊問被告等等比較法上屬於法官的權力，刑事訴訟法應該是期待檢察官做好客觀中立的角色，統領司法警察辦案，以便發揮人權保障的功能。但運作到現在，強制處分權一項項消失，檢察官愈強調辦案，就愈來愈像應受監督的司法警察與調查員，檢察官愈不容易維持司法官的高度。筆者期待的是檢察官以司法官的高度保持客觀中立的執法地位，而不是以入人於罪的形象出現。淺見認為，台灣如果要增訂有關妨礙司法公正、藐視法庭等犯行之處罰，則對於檢察官所發命令、傳票之定位，還是應該要定位為與法官或大陪審團之命令相同，換言之，任何人不服從檢察官所發調取文件或拒絕出席偵查庭之命令或傳票者，應該處以藐視法庭罪或妨礙司法公正罪之處罰。

七、Duncan v. Louisiana—陪審團的價值

概說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大衛˙蘇特(David Souter)宣布即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退休，歐巴馬總統認為繼任的人選應該有敏銳而獨立的心智，卓越而正直的經歷。美國的司法審判制度特殊之處，除了重視司法人員的能力與操守之外，同時，憲法更維持了陪審團(jury)制度。最高法院在一九六八年的Duncan v. Louisiana判決中，詳細闡釋了陪審團的價值，從美國在英國殖民地時期，陪審團制度曾經發揮了維護人權的作用，立憲者認為只依賴獨立的司法制度是不夠的，因為歷史證明確實出現過腐敗墮落的檢察官以及受控制而有偏見的法官，所以認為司法權的行使不能完全交給職業法官，而將認定事實的權利交給由人民組成的陪審團，被告有權要求應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換言之，在美國，獨立的司法審判以及有能力的司法官，固然是司法制度重要的一環，但陪審團的制度設計卻更顯示出美國人民仍不放心專家審判。僅管近來在例如醫療民事糾紛的領域，不斷有團體與立法者鼓吹試行專業法庭與獨立鑑定人制度，但法案始終沒有辦法通過。而美國的職業法官對於陪審團的表現與價值則是給與高度肯定。在美國有兩黨輪流執政的傳統，較不會有一黨獨大的獨裁危險，有反歧視、反仇恨犯罪等各項民權法案的保障，不允許有歧視不同種族、性別等等之言論或行為，而且有人民直接參與審判的司法審判制度，原則上不讓領國家薪水的職業法官認定(犯罪)事實，這種種制度無一不是在避免權力的集中，以免美國人民的權利因為權力的濫用而受到侵害。以下即就Duncan v. Louisiana判決作介紹。

案例事實與論證

十九歲的黑人被告Gary Duncan與一些白人學生發生衝突，在場的白人證稱被告有動手毆打，黑人則證稱沒有毆打，有輕微碰觸。法官聽審後認定檢方已證明被告犯行，而以單純傷害(simple battery)罪判決有罪。該州法律規定，單純傷害罪屬於輕微罪行，最重本刑為兩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三百元罰金。被告於審判中曾經向法官要求交由陪審團審判，但因該州憲法規定只有死刑或得處以苦役監禁之罪才適用陪審團，因此法官駁回聲請並判決入監服刑六十天及罰金一百五十元。

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規定，任何人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其生命、自由或財產。在過去的案例中，最高法院在解釋第十四修正案與第五修正案之不自證己罪原則以及第六修正案之委任律師權利之關係時，總會探究美國的民權與政治制度最基本的價值原則。而本件所要解釋的對象就是被告所享有的第六修正案的陪審團審判權利是否能符合這樣的檢試。

最高法院先從陪審團的歷史談起。陪審團可追溯至英國大憲章時期，後來在海外殖民地期間，一六八九年的權利宣言將它保留並發揮對抗專制統治的功能。並引用英國著名法學者Blackstone的見解，他認為陪審團在皇室的權力以及人民的自由之間築起一道堡壘。英國憲法雖賦予皇室有執行法律的權力，但該項權力可能會危及並毀滅憲法，假設該項權力係由皇室所提名的法官來執行而欠缺制衡的話，就有可能像當時的法國與土耳其一樣，把政府所厭惡的人施以監禁。因此，英國的法律制定者認為，起訴書所載的事實應該由與被告同樣的十二位平民百姓與鄰人，以超越合理懷疑的標準，來達成一致的認定。

美國人在英國殖民地期間就非常支持陪審團制度，一七六五年的第一屆美國殖民地國會即宣示陪審團審判權利是殖民地人民固有且無價的權利。第一屆美國大陸國會在一七七四年十月十四日的決議，拒絕由倚賴皇室領取薪水的法官來審判在殖民地所起訴之犯罪，獨立宣言規定所有犯罪之審判皆應由陪審團為之。後來憲法第六修正案亦規定，刑事案件之被告享有接受公正無私的陪審團審判之權利。

賦予刑案被告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可以避免來自於國家的迫害。美國的立憲者從歷史與經驗得知，憲法必須要保障人民能對抗打擊異己、消除政敵的起訴，以及對抗那些與執政者互相唱和的法官。立憲者一方面要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一方面也堅持對抗專制行為的陪審團制度。他們認為陪審團制度是被告用來對抗腐敗墮落的以及過度熱衷的檢察官，以及聽命行事的、有偏見的、不正常的法官。

最高法院認為，陪審團制度在美國憲法中所反映的基本價值就是，不願意將施加生命刑與自由刑於人民的刑罰權力交給一個或一群法官來行使，因為美國人民畏懼不受制衡的權力所帶來的危害，而堅持由社會群體共同來參與決定被告是否有罪。雖然美國社會對於陪審團的能力一直有所質疑，但那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民事案件。而且，最高法院也引用學者所作的實證研究，認為陪審團是有能力理解案件之本質與雙方之主張並作出判斷。

不過，最高法院也沒有否定職業法官進行審判的合憲性。最高法院在本件判決確認重大犯罪(serious crime)的被告享有由陪審團審判的基本權利。但並非所有被告皆享有陪審團審判權利。也不是說職業法官的審理一定不如陪審團審判來得公平。這也是為何即便在重大犯罪，被告仍然可以放棄陪審團審判權利，以及輕微犯行(petty offense)可以不用陪審團審判。雖然最高法院在其他判決曾經認為最重本刑六個月以下的案件可以不必使用陪審團，但在本案，最重本刑為兩年，是否仍能定義為輕微案件?

最高法院作了客觀的調查。發現在聯邦法律規定的輕微案件係指最重本刑六月及五百元罰金以下之罪。在美國四十九個州，係指最重本刑一年以下之案件。而本案係最重本刑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就不屬於輕微案件，而應該享有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最高法院於是撤銷原判決發回重審。

美國人有機會，也有能力從歷史經驗學習到人民參與審判的價值，他們不願意相信一個無法制衡的權力，而選擇由人民直接行使司法審判權。美國的法官已經是由人民選舉產生或由總統提名經由國會投票認可，比起其他國家的法官，其實已經具備更多的民意基礎。但是美國人仍然擔心獨立的司法制度本身無從確保公平的審判，無法避免被操弄，也無法避免職業法官本身的附和行政權力與偏私。美國人選擇賦予被告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除非被告自己放棄。

美國最高法院在解釋大陪審團制度時，也從陪審團制度在美國殖民地時期談起，不會認為這是挑起何種仇恨與對立，因為歷史的教訓正能彰顯陪審團制度的基礎與價值，才能了解制度設計的本質意涵。美國在司法權的行使也採取權力分立與制衡，並訴求陪審團這樣的直接民意來評斷被告有罪與否，他們認為這是保障人權所必須的重要制度設計。

美國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在Duncan v. Louisiana判決中將美國陪審團的功能理解為保障美國人民的生命與自由，美國的立憲者從歷史與經驗得知，憲法必須要保障人民能對抗打擊異己、消除政敵的起訴，以及對抗那些與執政者互相唱和的法官。立憲者一方面要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一方面也堅持保留對抗專制的陪審團制度。他們認為陪審團制度是被告用來對抗腐敗墮落的以及過度熱衷的檢察官，以及聽命行事的、有偏見的、不正常的法官。筆者認為這是這個判決最重要的意義。
美國的陪審團行使認定事實的權限，職業法官負責把守證據能力的門檻以及程序的進行，兩者共同完成審判。陪審團制度在美國憲法中所反映的基本價值就是，不願意將施加生命刑與自由刑於人民的刑罰權力交給一個或一群法官來行使，因為美國人民畏懼不受制衡的權力所帶來的危害，而堅持由社會群體共同來參與決定被告是否有罪。筆者認為這項價值由大法官在本判決中加以確認。
至於有關聯邦憲法與州憲法之間的法律位階關係，則是另一個血跡斑斑的戰爭教訓。(詳後述)

筆者這學期選修Valerie Hans教授的陪審團課程。Duncan案這個判決是第二堂課(第一堂課是教授所作的課程內容介紹)的教授指定課前閱讀資料之一，也是第一個應閱讀的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第二堂課的主題是關於人民參與司法判決的歷史與功能。課程想要探討的是為何平民百姓應該要參與重要的民、刑事案件之判決？為何不交給專家處理？而Duncan案這個判決的內容也就是反映了美國陪審團制度的發展與功能。

遭本判決宣告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的舊路易西安那州州憲法之相關規定如下：

La.Const., Art. VII, s 41:
‘All cases in which the punishment may not be at hard labor shall * * * be tried by the judge without a jury. Cases, in which the punishment may be at hard labor, shall be tried by a jury of five, all of whom must concur to render a verdict; cases, in which the punishment is necessarily at hard labor, by a jury of twelve, nine of whom must concur to render a verdict; cases in which the punishment may be capital, by a jury of twelve, all of whom must concur to render a verdict.’
依據第八版的黑氏法律大字典(Black’s Law Dictionary)的解釋，hard labor通常是對於受刑人在監獄內有不法行為而額外施加的勞動工作，但是在路易西安那州、緬因州及紐澤西州等地，則作為處罰犯罪的一種刑罰措施。依據上開舊的路易西安那州憲法規定，得施以hard labor的刑事案件審判，應由五名陪審員組成的陪審團之一致意見形成判決；在必須施以hard labor的刑事案件，應由十二名陪審員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審判，以九名陪審員以上的一致意見形成判決；在得施以死刑的案件，應由十二名陪審員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審判，以全體一致意見形成判決。

本判決要處理的是路易西安那州的上開憲法規定是否與美國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所賦予被告的接受陪審團審判權利有所牴觸。談到美國最高法院是否可以宣告各州的憲法或法律規定與聯邦憲法的人權法案規定不符而違憲無效，也就是法律位階的問題，除了參看聯邦憲法本文第三條以及最高法院於一八零三年作出的Marbury v. Madison判決所建立的違憲審查制度以外，似乎可以從美國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的內戰談起。反對黑奴制度的林肯總統於一八六零年當選美國總統，南方各州在林肯於一八六一年就職前就宣布退出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另組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之後發生南北戰爭，四年後北方獲勝，黑奴獲得解放，一八六八年七月，美國就通過包括第十四修正案在內的聯邦憲法增補條文，該條第一項規定如下：

All persons born or natural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 ar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State wherein they reside. No state shall make or enforce any law which shall abridge the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deny to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本條規定在美國出生或歸化者都是美國公民，禁止各州以法律限制公民的權利；禁止各州未經由正當法律程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或是否定人民受到法律的相同保障。

在內戰之前聯邦憲法即已存在的各項人權法案，例如本案所涉的第六修正案，賦予人民包括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在內。所以，美國最高法院在審查各州憲法、法律等是否違反聯邦憲法的相關人民權利保障條款時，會結合各個特定的權利保障條文與第十四修正案，作為審查之依據。

以本件Duncan案為例，美國最高法院就先說明該院在過去曾經多次結合聯邦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以及第一至第八修正案(也就是權利法案)，來確保人民的權利不受各州之侵害，包括徵收補償、言論、出版、宗教自由、證據排除法則、不自證己罪原則、對質詰問權等等。期間從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六七年，後者也就是本判決出現的前一年。

其次，美國最高法院檢視過去該院如何將第五、第六修正案的聯邦刑事案件被告所享有的權利，透過結合第十四修正案正當法律程序之規定，來落實成為各州的刑事案件被告亦得享有的相同權利。而美國最高法院發現該院在不同的前案判決所設立的檢驗標準，是要探究該項權利是否屬於法律制度的基礎、公平審判的基本權利、或是作為我們所有公民與政治制度基礎的自由與正義的基本原則。

路易西安那州在本案所提出的主張是，無論刑案是否嚴重或刑罰是否嚴厲，聯邦憲法都未課予各州在任何刑事案件必須適用陪審團審判。美國最高法院以筆者前文所整理的方式探討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之後，認為陪審團制度係美國司法制度之基礎，若被告未能享有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就是違反憲法。

路易西安那州的另一主張係即便在重大刑事案件(serious criminal cases)應由陪審團審判，但本件被告係犯單純傷害罪，且刑期僅六十日，所以不必使用陪審團審判。美國最高法院則不接受此項主張。大法官雖然承認有一些輕微犯罪(petty offense)的審判不必使用陪審團，並舉該院Cheff v. Schnejenberg(1966)判決為例，該判決認為最重本刑六個月以下的案件不需要由陪審團審理。但大法官認為在判斷是否為重大犯罪時，最重本刑的刑度高低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由於法律對輕微犯罪的定義並不明確，則探尋其定義的責任就落在法院身上。

美國最高法院決定從現行的免除陪審團審判的立法目的去探尋輕微犯罪與重大犯罪之界線，不過，大法官也承認，這不是個完全令人滿意的方式，但是在一九三七年的District of Columbia v. Clawans案件中，最高法院也同樣面臨要判斷輕微案件之範圍，當時所揭櫫的判斷標準就是想要尋求客觀的標準，也就是從現有的法律進行探索。大法官於是在本案採用相似的方法，把聯邦以及各州所規定不使用陪審團的法律規定作整理，發現在聯邦法律規定的輕微案件係指最重本刑六月及五百元罰金以下之罪。在美國四十九個州，係指最重本刑一年以下之案件。而本案係最重本刑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就不屬於輕微案件，而應該享有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在本判決之後，路易西安那州憲法後來也作了修正，規定最重本刑超過六個月的刑案，皆需以陪審團審判為之，除非被告放棄此項權利。

八、如何審查陪審員之公正性

依據美國紐約每日新聞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之報導，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法院正在審理一件殺人案，四十七歲的愛琳布拉克是陪審員之一，她在案件進行三週後，寫信給主持審判程序的法官，說這些交互詰問等等的審理過程很冗長，大家都快睡著了，雖然檢察官的詰問比較好一點；目前的經濟狀況不好，很多人擔心失業，交互詰問應該要有一些限制；她覺得她已經無法再擔任客觀的陪審員，她很憤怒等等。她請求法官解除她的陪審員職務。該區的檢察官也認為愛琳不適合再審理本案，不過辯方律師卻認為應該保留。最後法官還是決定將她解職。

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將認定犯罪事實之職權交由陪審團行使，因此，如何確保陪審團成員的客觀與公正無私也是重要的課題。其中一項制度稱為陪審員資格審查(voir dire)，其意係指「看看他們怎麼說」，也就是在陪審團挑選過程中，透過詢問問題之方式，來了解及發現待選陪審員對於待審之案件有無成見的程序。我們在電影裡有時後可以看見雙方律師在法院面對一群待選陪審員，進行詢問，然後對第幾號陪審員提出異議，認為該待選陪審員不應擔任本案之審理，就是類似的情形。

雖然美國各州規定不盡相同，但是在大多數的州，法官與律師都參與詢問待選陪審員的過程。一項調查顯示，在最輕本刑一年以上的重罪案件，州法院平均要花三點八小時挑選陪審團，聯邦法院要花三點六小時。民事案件挑選陪審團通常會花稍微少的時間：州法院三點一小時，聯邦法院二點三小時。

要如何找出陪審員潛藏之偏見並予以排除呢？有一些觀點值得探討。

記得以前曾經聽過一位美國檢察官說過一個笑話，他們遇到陪審團的無罪判決時，就是嘲弄一下陪審團，說這群陪審員不過是一群笨到不知道如何逃避陪審員職務的人民。這句玩笑話可能某種程度反映了真實面。不論待選陪審員的真正想法是要加入或退出陪審團，他/她都有可能以說謊的方式來達成目的。更常見的是，在資格審查時，雙方律師與法官竟然都沒問到正確的問題，或是陪審員自己未能揭露相關資訊。如果問題太少，有可能無法發現潛在的偏見，法官與律師可能完全不知道待選陪審員的相關經驗與背景，或者不以為意。

問題的形式也很重要，如果是誘導詢問，受詢問者有可能以符合社會期待的方式來積極回應。在社會心理學稱為「社會期許效應」的現象。因此，假設律師的誘導問題是：你對被告是否有何種偏見？此時受詢問者可能會作出符合社會期待的答案，表示自己沒有偏見，不過這可能不是她自己內心的想法。然而問題若是採取非誘導的方式，例如：你曾讀過或聽到與被告有關的事情嗎？能否請你詳細說明？由於問題較為開放，這時受詢問者的回答，有可能會揭露較為有用的資訊。

此外，進行詢問時所有待選陪審員集中在一個大房間內，任何一位陪審員的回答都被其他人聽到，他們可能會自我篩選答案而只講出自己覺得讓別人知道也無妨的答案。在這個自我篩選的過程中，有一些會影響公正客觀性的陪審員個人經驗與觀點可能因為尷尬、害羞、緊張、不安等等原因而不願公開給別人知道，雙方律師及法官也因此無法正確判斷陪審員是否客觀公正。此外，也可以採取填寫問卷的方式，讓拙於表達自己的待選陪審員以書面方式說明自己的意見。

不過，司法資源有限，耗費過多資源於陪審員之資格審查，會影響其他案件之審理。以上這些都是在思考陪審員資格審查時應該注意的一些面向。

檢察官、律師若認為陪審員有不利於己方的偏見時，就會想辦法排除該位陪審員，法官也有權主動排除陪審員。目前美國法上有允許兩種方式。其一稱為附理由的排除，其二稱為強制排除。

那些理由可以當作排除陪審員的原因呢，包括與案件之當事人有某種關係，例如朋友、親近的鄰居、工作夥伴或投資人等等，都常常係以附理由之方式被排除在外。對於待審案件有高度相關或相似經驗的人，通常也會被排除。有時後，待選陪審員經由媒體得知審判中不會出現的證據資料，諸如被告的犯罪紀錄、或無證據能力的扣案證據，也有可能以此理由被排除。

強制排除權係指檢察官及律師可以不附理由而排除一定數目的待選陪審員，這可能反而是導致審判不公平的溫床。例如黑人被控強姦白人女子的案件，檢察官行使強制排除權，將待選陪審員中的黑人完全剔除，最後陪審團完全由白人組成，判決結果可能會如檢察官所預期。

面對這可能的不公平，在一九八六年Batson v. Kentucky案件，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為檢察官不能再指望以待選陪審員之種族作為強制排除權的基礎。在稍後的數個判決，最高法院再將這禁止種族歧視之原則擴展到辯護律師在刑事審判案件之強制排除權，以及雙方律師在民事審判案件中之強制排除權。在J.E.B. v. Alabama案件，最高法院認為若強制異議權係基於性別之考量，也違反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此外，最高法院的論述基礎也是基於所有公民皆有權利參加陪審團服務。

實務上，若檢察官或律師認為對方行使的強制異議權係基於上開種族或性別的理由，即得提出異議。若其能舉出表面證據足以證明有歧視存在，舉證責任就移轉到行使強制異議權的一方來提出排除該陪審員的正當理由。

康乃爾大學法學院教授韓瑋麗等人雖然對於強制排除權所隱含的歧視感到憂慮，但認為若將所有對於陪審團之組成的控制樞紐都轉交給事實審法官，這也是不明智的。在一些例子，法官仍然無法排除掉有偏見的陪審員，這時必須透過雙方律師的強制異議權而予以排除。雙方律師不必費心於爭論法官的裁定是否妥適，因為他們可以使用他們自己的強制排除權來排除陪審員。如果強制排除權被大幅減縮或消除的話，附理由的排除權之行使也必須作同樣根本地改變，不過這似乎很難。

參考資料：

1、 Scott Shifrel , Brooklyn woman kicked off jury after complaining about 'pointless' proceedings in jet ski trial, Daily News, June 10th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nydailynews.com/ny_local/brooklyn/2009/06/10/2009-06-10_brooklyn_woman_kicked_off_jury_after_complaining_about_length_of_jet_ski_trial.html#ixzz0IPwSbCOZ&D
2、 Neil Vidmar and Valerie P. Hans, American Juries, 1st ed. 2007.
九、美國聯邦刑事案件審前羈押制度之研究

壹、前言

審前羈押制度是對被告人身自由之最大拘束，所欲達到之目的無非係確保被告到庭接受調查，不會透過不正當手段影響司法調查之公正，確保其他人及社會之安全，不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美國憲法相關規定在於第五及第八修正案，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限制其生命、身體及財產之自由，第八修正案規定不得有過高的保釋金。但羈押制度就是在定罪前先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因此，雖然美國最高法院在Stack v. Boyle案件提到，受逮捕人所享有的交保權允許被告在定罪前可以不受牽制的準備抗辯，並防止在定罪前即施加刑罰。…除非保障審前交保權，否則經由數世紀奮鬥始得來的無罪推定原則將失其意義。
但亦在United States v. Salerno案中，考量交保後之被告對社會及其他人之安全所造成之風險，認為國會仍可經由詳細縝密之法律程序，由法官決定對被告施以預防性的審前羈押，不違反憲法第五及第八修正案。

羈押被告是刑事訴訟程序中的一個環節，在我國，區分為偵查中、審判中及執行前羈押。在美國，被告遭逮捕後，經過一定程序，需解交由司法官員
決定是否羈押或釋放。若繼續羈押，則視案件進行程度與結果，決定是否羈押或釋放。由於美國之刑事訴訟制度與我國有所差異，美國境內各州與聯邦之制度也不盡相同，以下就最輕刑度一年以上之罪所經過之一般刑事案件流程擇要加以說明，
並論及治安法官決定羈押之相關規定。

貳、美國之偵查、逮捕實務流程

首先，在逮捕前之犯罪偵查階段，可區分為回溯性偵查與前瞻性偵查，前者係指司法警察接獲民眾報案後所進行之調查，包括是否確實有發生犯罪、犯罪嫌疑人之身分、收集足以逮捕嫌疑人之證據、找到嫌疑人所在地以利逮捕。後者係指對尚未被揭發之犯罪行為進行調查，包括使用臥底行動、線民與各種監視行為。
以上都是司法警察所為之調查。但檢察官本身仍可進行犯罪調查，在特定犯罪類型，檢察官透過由平民組成之大陪審團核發傳票，傳喚證人出庭作證或提出其持有之物證、書證等證據。大陪審團之調查通常適用於公部門貪污等特別敏感之案件，大陪審團之保密要求可使進行中的調查免受公眾關注，由平民組成之大陪審團也可確保公眾對公正調查之信心。

司法警察調查後，認為蒐證已達逮捕被告之相當理由時，下一步就是向治安法官聲請逮捕令，逮捕被告帶往警局並請求對被告提出控訴。但許多地區允許警察在特定情況下，短暫拘束嫌疑人且在交付載明開庭時間地點以及涉犯罪名之傳票後即釋放被告。
逮捕被告後先對被告之身體以及隨身車輛進行搜索，再帶回警局，進行按指紋、拍照等紀錄程序。或者再進行一些採證程序，包括取得被告之筆跡或毛髮樣本、由目擊證人以照片或本人指認之方式指認犯罪嫌疑人。
不過，很多時候被告是現行犯遭逮捕，並無逮捕令狀。

雖然警局對於是否提出控告也會作內部審查，但最終的控告權仍在於檢察官，而非警察。檢察官在第一時間就決定不提出控告者，應立即釋放受逮捕人，無庸法院介入。檢察官若決定提出控訴，應於被告排定之首次出庭時間前向治安法官提出。控訴書內容非常簡短，只需說明被告在特定時間與地點之特定行為構成某項刑法之罪。治安法官在收到控訴書後至開庭前，應先審查逮捕被告是否符合相當理由，不符者，法官應命檢察官迅速提出更多證據或釋放被告。但這情形少之又少。

受逮捕人依規定應於二十四小時內解送至治安法官面前。由於受逮捕人已遭檢方提出控訴，身分為被告，這也是被告第一次以該身分出庭，所以稱為首次出庭。程序非程簡短，治安法官必須告知被告遭控訴之罪名，享有各種訴訟上之權利，以及包括緊接到來的預備聽證等後續訴訟程序。除非被告放棄，否則治安法官應定預備聽證日期。

叁、美國之聲請羈押流程
治安法官於首次出庭期日即需決定釋放或羈押被告。基於平衡被告之人權保障以及社會自我防衛之利益，美國國會於一九八四年通過保釋改革法案，要求中立的法官依照相關詳細程序規定來決定是否羈押或釋放被告。治安法官所可做出釋放或羈押被告之四種決定，包括一、依被告出具之承諾書或無擔保出庭保證書而釋放；
二、命被告履行或遵守法定條件而釋放；
三、暫時性羈押；
四、羈押。
以下分別說明其要件：

一、依被告出具之承諾書或無擔保出庭保證書而釋放

在美國現今實務，審前釋放程序大多是以非繳納保證金之方式，以被告之出庭承諾或限制被告之旅行自由等條件為主要作法，
因此，除非治安法官認為釋放被告將無法合理地確保被告按時出庭或者將危及社會或其他人之安全，否則，在被告於釋放期間不另犯聯邦、州或地方之罪以及被告配合法定之DNA採樣之前提下，治安法官應命被告依其個人之承諾或依法院規定之金額出具無擔保出庭保證書而釋放被告。
也就是說，被告在釋放期間若有另犯他罪之情形，治安法官可以再命羈押被告。

二、命被告履行或遵守法定條件而釋放

若治安法官認為僅依本條(b)項之條件，不足以確保被告到庭或不危害其他人或社會之安全，則仍應審酌是否以增加對被告最少限制之一個或數個條件，命被告於釋放期間遵守，可以合理地確保被告之出庭或者社會以及其他人之安全，而釋放被告。此處規定有十四項條件，茲詳列說明如下：
(i)若受指定之人能合理向治安法官確保被告會準時出庭或者將不會危及社會其他人之安全，得責付予該指定之人，該人同意監督並向法院報告被告違反釋放規定之情形，
(ii)持續其工作，或者於失業時積極尋找工作；
(iii)持續或開始接受教育；
(iv)遵守對個人交往情形、住居所或旅行之特定現制；
(v)避免與犯罪被害人以及可能出庭作證之證人有所接觸；
(vi)固定向指定之執法機關、審前服務機關或其他機關提出報告；
(vii)遵守特定的宵禁規定；
(viii)禁止持有武器、毀滅性裝置或其他危險武器；
(ix)禁止過度飲酒，或在缺乏合格醫療人員處方之下使用任何毒品。
(x)進行醫療、心理的或或精神方面的治療，包括毒品或酒精倚賴之治療，以及於必要時留院治療；
(xi)被告簽署契約同意於未依規定出庭時，法院得對被告之財產，於得以合理確保被告出庭所需範圍內逕予沒入，並於司法官員要求時，應將所有權、財產價值之證明文件及財產上負擔之相關訊息提供給法院；
(xii)被告提出由有償付能力之保證人擔保之保釋書；該保證人簽署契約同意法院得對其財產，於得以合理確保被告出庭所需範圍內逕予沒入，若係非經認可之保證人，並應提出關於其資產與債務之價值以及保證人財產所設定之負擔之本質與範圍；該保證人之淨值應足以支付保釋書所定金額。
(xiii)因工作、就學或其他特定之目的予以釋放後，仍應返回接受特定時數之監禁；
(xiv)其他足以合理地確保被告之出庭或社會其他人之安全。

此外，若被害人係相關法條所定之未成年人時，釋放被告時至少應附加電子監控。
保釋金額不能過高而導致審前羈押之效果。
治安法官得依需要於任何時間在釋放命令增加額外的或不同的條件。

三、暫時性羈押

若治安法官認為被告有逃亡之虞或危害其他人或社會之虞，
且有下列兩種情形之一，即不得命交保，而需施以暫時羈押以利其他相關法院或執法機關撤銷其附條件之釋放或執行驅逐出境等命令。   (1)被告現在以及於犯罪時(i)因犯聯邦、州或地方之重罪而處於審前釋放之狀態；(ii)因犯聯邦、州或地方之重罪而處於服刑前、不服量刑或有罪判決而上訴中、或量刑完畢後之釋放狀態；(iii)因犯聯邦、州或地方之罪而接受緩刑或假釋中；
(2)被告非美國公民或非合法入境。
上開暫時性羈押最多十日，星期六、日以及假日不算，治安法官並應指示檢察官通知適當之法院、緩刑或假釋官、州或地方執法官員、移民與歸化服務之適當官員。
足見本規定並非被告所犯本案之羈押。此項暫時性羈押之目的在於將被告移交給其他法院或執法機關作後續處理。
四、羈押

如前所述，一九八四年的保釋改革法案設立許多程序規定，在確保被告按時出庭以及不危害其他人或社會之安全，與被告之人身自由保障之間，取得平衡。這些程序規定主要規定在18 U.S.C. §3142(c)、(f)、(g)與(i)(詳後述)。在治安法官舉行過18 U.S.C. §3142 (f)項之聽證後，若認為無法以各種條件合理確保被告之出庭以及其他人與社會之安全，即應命被告於審前羈押。此外，本項亦有舉證責任轉換之規定，可分下列兩種情形說明：

（一）在治安法官發現有符合下列三種情形者，即可推定無法以附加各種條件來合理確保其他人與社會之安全，1、被告因觸犯本條(f)(1)款所列之聯邦犯罪而被判有罪，或所犯雖係州或地方之罪，但若聯邦有管轄權時則同屬本條(f)(1)款所列之犯罪；2、被告觸犯本項第(1)款之罪時，處於之前所涉聯邦、州或地方刑事案件之審前釋放狀態；以及3、犯本項第(1)款之罪，視判決有罪日或出獄日何者較晚，自該日起算尚未經過五年。 
（二）若治安法官認為有相當理由可信被告所犯之罪係管制物質法案、管制物質進出口法案等所定最重刑度為十年以上之罪，或係觸犯18 U.S.C. §3142 (ｅ)所列多項罪名而被害人係未成年人時，應先推定無法以各種條件合理確保被告之出庭以及其他人與社會之安全，被告亦得舉證推翻此項推定。兩相比較可知此處規定尚包括確保被告之出庭，前者則僅規定確保其他人與社會之安全之預防性羈押。

肆、羈押之聽證等程序保障

在治安法官決定羈押與否時，應遵守一系列之程序規定，包括舉行羈押聽證、被告得委任律師、以證人身分作證、提出相關資訊、對出庭之證人進行交互詰問。治安法官應採取明確而令人信服之舉證責任標準、以書面敘明羈押之事實與理由、被告得提出抗告等。以下詳細說明之。

一、舉行時間

聽證應於被告第一次於治安法官面前出庭時即刻舉行，除非被告、檢察官要求延期審理。除非有適當理由，被告聲請之延期審理不得超過五日（不包括星期六、日或法定假日），檢察官聲請之延期審理不得超過三日（不包括星期六、日或法定假日）。延期審理期間，被告應受羈押，司法官員得依檢察官之聲請命令有毒癮症狀之被告接受醫療檢查以判定是否有毒癮。

二、被告之權利

聽證時被告有權委任律師，若財力無法負擔適當律師時，有權請法院指定辯護律師、被告有以證人身分證言之機會、可提出證人、對到庭之證人實施交互詰問，以及提供相關資訊。

三、證據法則

羈押之聽證程序不適用刑事審判程序之證據能力規則。治安法官應以明確而令人信服之舉證責任標準來認定被告符合無法以各種條件合理確保其按時出庭以及確保其他人與社會之安全之事實。

四、羈押之要件

（一）、被告有逃亡之嚴重風險；

（二）、被告有妨礙司法或意圖妨礙司法或威脅、傷害或恐嚇，或意圖威脅、傷害或恐嚇證人或陪審員之嚴重風險。

（三）、重罪羈押

1、暴力犯罪，或是18 USCS §2332b(g)(5)(B)所列最重刑度為十年以上之罪名；

2、最重刑度為終身監禁或死刑；

3、所犯係管制物質法案、管制物質輸出入法案，或46 USCS § 70501以下相關法條所列最重刑度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4、若被告因觸犯本款(A)至(C)目所列兩個罪名以上而被判有罪，或雖是觸犯州或地方所列罪名，但若聯邦有管轄權時則屬於本款(A)至(C)目所列之犯罪，或所觸犯之罪名包括前開兩者；

（四）、其他
所犯係最輕刑度一年以上之非暴力犯罪而被害人係未成年人或涉及持有或使用槍枝或毀滅性設施，或其他危險武器或未依18 USCS §2250之規定註冊者。

五、治安法官應考慮之因素

(一)、涉犯罪名之本質與情況，包括是否為暴力犯罪、聯邦規定的恐怖犯罪、被害人係未成年人、管制物質、槍枝、爆裂物或毀滅性裝置；
(二)、不利被告之證據證明力；
(三)、被告之歷史及人格特徵，包括：
1、被告之人格、身體與心理狀況、家庭關係、工作、財務狀況、居住期間長短、社群關係、過去行為、毒品或酒精濫用之歷史、犯罪紀錄、在法院之出庭紀錄；
2、被告於此次犯罪或逮捕時是否係緩刑、假釋或是犯其他聯邦、州或地方之罪而處於審前、量刑前、上訴中、或服刑完畢後之釋放狀態；
3、釋放被告會對其他人或社所造成之危險之本質及嚴重性。
伍、釋放、羈押命令之內容

一、釋放命令

治安法官於釋放命令內應記載者，包括：列明釋放被告所依據之所有條件，清楚指導被告釋放後之行為；並告以被告下列事項，包括(一)、違反釋放條件之處罰，包括審前釋放期間另犯他罪之處罰；(二)、違反釋放條件之結果，包括立即核發逮捕令；(三)、關於威脅證人、陪審員及法院官員之罪、妨礙刑事調查之罪、影響證人、被害人或線民之罪、不利證人、被害人或線民之罪。

二、羈押命令

治安法官於羈押命令內應記載者，包括：以書面載明包括認定之事實以及羈押之理由；指示將被告送交司法部長於看守所內施以監禁，在可能的範圍內，與等待服刑者或受刑人或上訴中之被告予以分離；指示給予被告選任辯護人之機會；指示看守所長官依美國聯邦法院之命令或檢察官之請求，將被告送交美國聯邦警察帶往法院開庭。

陸、釋放或羈押命令之審查與抗告

若聯邦治安法官命令釋放被告時，檢察官得向原法院聲請撤銷釋放命令或修正釋放命令之條件；被告亦得向原法院聲請修正釋放命令之條件。若被告經聯邦治安法官命令羈押後，得向原法院聲請撤銷羈押命令或修正羈押命令之條件。法院均應迅速對聲請作出決定。被告或檢察官對於釋放或羈押命令，或對於拒絕撤銷或修正羈押或釋放之命令，亦得循救濟途徑向上級法院提出抗告。抗告應迅速處理。

柒、起訴期間之限制

檢察官或大陪審團應於被告遭逮捕日或接獲傳票日起三十日內提起公訴。若被告遭起訴罪名係最輕刑度一年以上之罪，而該地區於上述三十日期間內並無執行職務之大陪審團，則大陪審團之起訴期間可延長三十日。
法官於被告遭起訴後，應於徵詢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後儘早定審理期日，以確保被告獲得迅速審判。
在被告不認罪時，審理期日應視提起公訴之日或被告於起訴前之出庭日，自兩者較晚者起算七十日內為之，若被告以書面同意由聯邦法官審理，審理期日應自被告書面同意之日起七十日內為之。

捌、結論

單純就審前羈押之時間而言，從被告遭警察逮捕之日起算，被告即已失去人身自由，法官於被告首次出庭並裁定羈押後，被告之人身自由就受拘束直至開庭，美國是以規定檢察官或大陪審團必須於期限內對被告起訴，起訴後再定審理期日等方式，來間接限制羈押被告之時間。換言之，被告之羈押係附隨於案件之進行，兩者並未脫鉤，似乎並沒有單獨規定審前羈押最多可以多久或延押幾次。而法律規定檢察官或大陪審團起訴之期間應自逮捕日起算三十日內為之，若起訴當時無大陪審團執行職務者，則可延長三十日。起訴後，法官定審理期日之時間，最晚不得超過七十日。由此可見，美國檢察官對於在押被告應該儘速完成調查程序，但實務上，調查程序不因起訴而停止，而是持續到審理開始，有時候是在審理完畢才結束。
同樣道理，有關審前羈押之決定，雖然是在首次出庭時由法官為之，但仍視程序之進行而有可能經由重新考量而有不同決定。

十、美國有關證人轉換被告之簡介

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強迫於刑事案件中以證人身分證述不利於己之事項。
我國學者多以【不自證己罪】稱之。但美國聯邦法典第三四八一條也規定，被告在刑事審判或調查程序中，得自行請求擔任適格之證人，被告若未提出上開請求者，不得因此產生不利於被告之推定。
美國最高法院也認為，即便尚在犯罪偵查階段的大陪審團程序，也屬於第五修正案所稱之刑事案件。
本條之立法目的破除了普通法(common law)不允許被告為自己做出說明之禁令，而允許被告成為適格之證人，並規定檢察官、法官或陪審團不得因被告行使緘默權而推論被告犯罪，而若檢察官在審判中向陪審團對被告行使緘默權有所評論，審理之法官對此也悶不吭聲者，也屬於違反被告所享有不自證己罪之憲法權利。

【接受調查之對象與目標證人】

以美國聯邦的刑事調查程序為例，由於聯邦檢察官只在特定案件享有核發傳票之權利，
檢察官若要取得證人之證述或某些證物，必須要透過大陪審團核發傳票。在正式起訴之前，任何遭陪審團傳喚之人皆屬於證人(witness)，依據美國司法部制定的美國聯邦檢察官辦案手冊(United States Attorney Manual，英文縮寫為USAM)之規定，檢察官依據實質的證據先設定某些人是假定的被告(putative defendant)，稱為目標(target)，另外某些人是接受調查之對象(subject)。
但無論目標或對象，皆屬於證人，所以目標又被稱為目標證人(target witness)。

【權利告知事項】

美國聯邦檢察官辦案手冊要求檢察官對於大陪審團調查程序中的證人，無論是目標或對象，皆應告以憲法第五修正案不自證己罪等權利並列入紀錄，且要求證人應確認是否了解其意義，對於目標證人，檢察官亦應告以其違反聯邦刑法之行為正在接受調查。所謂權利告知事項(advice of rights)，包括：「大陪審團正在調查可能違反聯邦刑法某項罪名及條號之行為，你可以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如果誠實的回答會使你受刑事處罰；你所說的任何話可以被大陪審團或之後的法定程序作為對你不利的證據；若你有委任律師，大陪審團允許你有合理的機會去大陪審團室外面進行諮商，如果你提出要求的話。」

【傳喚目標證人之條件】

雖然大陪審團有權傳喚目標證人訊問其涉案情節，但考量某些案件之背景，傳喚目標證人會招致不公平之印象。所以為避免誤會所產生的不良效果，在核發大陪審團傳票之前，應先嘗試由目標證人自願到庭之可能。若目標證人不同意自願到庭，也只有在大陪審團以及聯邦檢察官或承辦的助理檢察官同意之下，才會傳喚目標證人。在決定是否傳喚目標證人時，應詳細注意下列幾點：所想獲得的目標證人之證詞或其他訊息，對於大陪審團成功調查犯罪之重要性；所想獲得的證詞或其他訊息，可否從其他證人取得；檢察官或陪審員想問的問題或想知道的訊息是否受法律特權之保護而無法取得。

【證人主動請求作證】

在白領犯罪也常見到對象或目標證人主動表示願意向大陪審團說明。由於拒絕證人主動到案說明會給外界執法不公之印象，因此，若證人在大陪審團面前明示放棄不自證己罪特權且列入紀錄，無論由律師陪同或自願而明知並未委任律師者，皆同意宣誓作證接受完整的訊問，則在通常情形，並未增加陪審團負擔或延緩程序者，則此等證人之合理請求出庭作證者，通常應予贊同。此外，證人也會希望由其他人出面作證作為補充，美國聯邦檢察官辦案手冊認為此時宜由大陪審團作決定，但檢察官應注意大陪審團性質上並非也不宜成為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程序，也不是判定有罪與否的裁決者。

【通知目標證人】

若大陪審團未傳喚目標證人，目標證人也未主動請求作證，而案情適宜者，美國聯邦檢察官辦案手冊鼓勵檢察官在起訴前，通知目標證人於合理的期間內，依據USAM§9-11.152有關證人主動請求作證之條件，至大陪審團面前作證。但在案情明瞭的一般案件，或被告可能因此逃亡、毀損或偽造證物、危及其他證人、造成不當延誤或其他不符司法正義者等等有害於調查或起訴案件者，則不適合通知。

【證人主張不自證己罪特權】

若目標證人及其律師共同具狀主張行使第五修正案不自證己罪特權，拒絕在大陪審團面前回答問題，美國聯邦檢察官辦案手冊認為通常可以免除其作證義務，除非大陪審團與聯邦檢察官堅持要求作證。應考量者包括，目標證人之證詞以及訊息之重要性、是否無法由其他方式取得、第五修正案是否適用於相類似案件等。

【目標證人身分之終止】

在目標證人經大陪審團告知其接受調查後，若大陪審團已停止調查且未起訴該目標證人，或檢察官透過其他調查程序取得之證據足以認定目標證人之身分已終止者，聯邦檢察官有權決定是否通知該目標證人。若通知目標證人會損及調查之完整性、或大陪審團程序或基於其他原因，聯邦檢察官得不通知，且拒絕通知亦無需附理由。對於已經通知終止其目標證人身分者，大陪審團仍得重啟調查程序。

【起訴書確定被告及犯罪事實】

當檢察官或大陪審團決定起訴被告時，必須以簡單、明確與特定之用語，在起訴書(information or indictment)內記載所起訴之構成犯罪事實，
法院認為檢察官或大陪審團之起訴書已達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足認有某項犯罪發生且係起訴書所指之被告犯所為時，應核發傳票或逮捕令交予適當之人執行送達。

【總結】

以上所描述者，係檢察官透過大陪審團調查白領犯罪之模式，比較容易呈現證人轉換為被告身分之過程。但在日常生活中絕大多數的由警察以現行犯逮捕之案件，由於被解送到法院的對象就是直接以被告身分出現，沒有先以證人身分出現才轉換為被告之過程，所以不在此贅述。在大陪審團偵查中，受傳喚者都以證人身分出庭，大陪審團所假定的被告則另稱為目標證人。偵查程序結束，大陪審團或檢察官認為犯罪嫌疑達相當理由者，將前述之證人改稱為被告而起訴。由於被告有緘默權，若被告在案件審理中想要有所陳述，不論是在自己或是在其他共犯之案件程序，都必須具結以證人身分作證，這又是一種被告與證人身分的轉換。

· 主要參考資料：

1、 Julie R. O’Sullivan, Federal White Collar Crime (3rd. ed. 2007).

二、Yale Kamisar, Wayne R. LaFave, Jerold H. Israel, Nancy J. King, & Orin S. Kerr,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 Comments and Questions (12th ed. 2008)

十一、美國聯邦貪污案件定罪率之研究

一、前言

美國聯邦法律對於公部門人員之貪污(public corruption、official corruption)犯罪類型，有直接以官員之身分
規定貪污犯行的條文(身分犯)，包括美國法典第十八篇第二零一條以下，包括第二零一條、第二零三條、第二零四條、第二零五條、第二零七條、第二零八條、第二零九條、第二一六條等，犯罪類型包括行賄、收賄罪、利益衝突未迴避案件、違反旋轉門條款案件、圖利案件等。
第十八篇第六六六條係政府官員收取賄賂而協助他人侵占、竊取、詐得聯邦補助款項罪。第十八篇第一九零一條以下，係對於政府官員行為之規範，其中以政府官員為犯罪主體之法條包括第一九零五條、第一九二四條等，犯罪類型包括公務員洩密罪、取走機密文件罪等。此類案件不以對價關係為要件，性質與我國瀆職罪較接近。境外貪污行為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之犯罪類型係對於外國官員、政黨人士行賄以影響決策罪，本質上屬於行賄罪，主要是規範美國商人對外國官員之行賄行為。至於其他可一併適用於政府官員貪污及其他一般民眾之法律，尚包括郵電詐欺法、
貪腐組織法案、
霍布斯法案
等。
由於前開部分法律有將州法聯邦化的作用，因此，州以下層級之官員，仍可由各地的聯邦檢察官予以追訴。

美國司法部於一九七六年成立廉政處(Public Integrity Section)，負責對經篩選過的貪污案件進行刑事追訴，對各地負責偵辦案件的檢察官提供協助或建議，同時也是司法部內處理與貪污有關事項之中心。
該處於一九八零年另增設有選舉犯罪科，處理與選舉有關的刑事案件，該處在二零零六年大約維持有二十九名檢察官。
在該處提交國會之年度報告，均會列出在該年度起訴以及有罪判決之人數。

二、研究方法與限制

美國司法部設有司法統計局(Bureau of Judicial Statistics)，
對於各項司法統計提供甚多數據。該局網站內有聯邦司法統計資源中心(Federal Justice Statistics Resource Center)之頁面，可供使用者依需求查詢數據，但只能依其設定之條件進行查詢，無法由使用者自行設定網站所不提供之查詢條件。目前該網站可提供各年度經判決有罪者所觸犯之法條，換言之，使用者可選擇法條及年度，即可得出該年度經檢察官依該法條起訴之被告，最終結案情形為何。此外，由於一項刑事案件於起訴後，進入實體審理前，可能有轉向處分，訴訟中檢察官可能撤回起訴或被法院裁定不付審理，實體審理後，可能被陪審團或法院認定無罪或有罪，或是被告自行認罪，因此，該網站亦將上開結案情形逐一記載，甚為明確。

礙於研究範圍係限制於公部門之貪污情形，以及統計數據使用之限制，因此，美國法典第十八篇第二零一條以下，包括第二零一條、第二零三條、第二零四條、第二零五條、第二零七條、第二零八條、第二零九條、第二一六條，第六六六條、
境外貪污行為法等犯行，因為與我國貪污治罪條例所列犯行較為相似，且除行賄罪外，並無由私人犯罪之可能，因此可直接自數據予以分析。至於在其他公務員與私人皆一併適用的法條，例如郵電詐欺法、霍布斯法案、貪腐組織法等，因為無從自該數據分析是否屬於貪污犯行，因此，為避免數據失真，本文並不列入統計。
雖然可能因此無法窺得全部貪污起訴案件之結果，不過，案件類型化的統計分析，其實是較為精緻的。換言之，公務員的貪污類型既然有甚多種類，如果能針對個別種類予以統計，也許可能得出檢察官在特定案件之起訴甚為成功，在其他類型案件就相對失敗。因此，就可以提撥相對多的資源來研究如何提升該類案件之起訴品質。由此可知，若僅針對所有貪污案件進行總額統計之分析，反而是另一種相對失真。

此外，所謂貪污定罪率，究竟應該如何定義，也會影響到統計數據之選擇。換言之，如果我們要求以2005年起訴之貪污案件作追蹤，是否必須等到所有該年度起訴之案件皆已經終結時，才能進行分析。如果是這樣定義，則此等數據將甚難取得，因為繫於審理結果之不確定，例如被告可能逃亡未到案等等。因此，本文決定不以追蹤特定年度起訴案件之結果作為定罪率之分析，而以各年度法院結案情形作為統計數據，亦即以各年度法院判決之結果係有罪或無罪，來分析定罪率。此方法可以避免前述之不確定性，且特定年度之定罪率統計數據，亦代表該年度法院審理案件之結果。再佐以其他年度之統計結果加以比較，可以看出長期的差異性。

另需注意者，由於該統計網站並非追蹤記載同一年度起訴案件之結案情形為何，而係分別記載各該年度經起訴與結案之數據，換言之，2007年起訴之案件，未必於同年結案，2007年結案之數據，可能包括前幾年起訴之案件，所以，如果直接以該網站內同一年度起訴與結案之數據作比較時，似乎必須先了解並非同一年度起訴的案件都在該年度已經終結，以免解釋上產生錯誤，誤以為2007年起訴案件皆在同一年終結。舉例而言，2007年以第二零一條(C)起訴之被告有五人，
同年以該法條結案之被告卻有十三人，
顯然多於該年度起訴之被告人數，更何況，只依此等數據似乎亦無法推論該年度起訴之五人在該年度即已結案。

因此，為求精準，本文將研究對象限制在美國法典第十八篇第二零一條以下，包括第二零一條、第二零三條、第二零四條、第二零五條、第二零七條、第二零八條、第二零九條、第二一六條，第六六六條、境外貪污行為法等犯行，因為觸犯這些條文的案件，必然屬於與公務員有關的貪污犯行。本文以最近五年各年結案之案件，選擇上開條文進行被告經審結之案件結果(Outcomes for defendants in cases closed)查詢，所得資料如附件二所列表格。另需注意者，係有關境外貪污行為法，在2003至2007年之間，經查並無案例。

三、定罪率之統計與分析

本文所謂有罪，係指被告認罪或經法院或陪審團判決有罪之案件，其餘起訴案件，但既未能獲得有罪判決或認罪，仍非本文定義之有罪，合先敘明。

在2003年，案件結案之人數為二二八人，其中二零四人有罪，定罪率為百分之八十九點四七。2004年，案件結案之人數為二三五人，其中二二六人有罪，定罪率為百分之九十六點一七；2005年，案件結案之人數為二六零人，其中二四二人有罪，定罪率為百分之九十三點零七；2006年，案件結案之人數為二五二人，其中二三一人有罪，定罪率為百分之九十一點六六；2007年，案件結案之人數為二九三人，其中二七三人有罪，定罪率為百分之九十六。上開資料顯示定罪率相當高，尤其大部分都是認罪協商，但是仍應注意有關撤回起訴或駁回起訴的部分，這些撤回的案件免掉可能的無罪結果。

四、司法部廉政處資料

司法部廉政處自一九七八年起每年都將遭起訴與判決有罪之公部門貪污案件之被告人數整理製表向國會報告。網站上可得之最新資料截至二零零六年。以二零零六年為例，聯邦官員遭起訴之人數為四六三人，判決有罪人數為四零七人，等待審判之人有一一二人，州官員遭起訴之人數為一零一人，判決有罪人數為一一六人，等待審判人數為三八人，地方官員遭起訴人數為二九一人，判決有罪人數為二四一人，等待審判人數為一四一人，其餘非官員但一併遭起訴之私人為二九五人，判決有罪者為二六六人，等待審判者為一四八人，總計全部遭起訴者為一一五零人，判決有罪者為一零三零人，等待審判者為四三九人。
該報告尚且列出自一九九七年起迄二零零六年止，各年度全美國九十三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各自取得多少有罪判決。
不過，由於該等資料並未同時列出無罪之數據，所以無從以本文之方法計算定罪率。

五、美國聯邦檢察官年度統計報告

 再經筆者以電子郵件詢問司法統計局專門負責處理聯邦案件統計數據的統計師Mark Motivans博士，應如何尋找美國公部門貪污犯罪之統計數據。Motivans博士回覆說，美國聯邦公部門貪污所設的法條包括行收賄罪、妨礙司法公正、詐欺、洗錢、稅法、共謀以及其他，在聯邦司法統計資源中心(Federal Justice Statistics Resource Center ，網址為http://fjsrc.urban.org)所提供的數據，其資料來源為美國聯邦檢察官執行辦公室(The Executive Office for U.S. Attorneys)、聯邦法院行政辦公室、聯邦量刑委員會等機構，不過確實並沒有公部門貪污這樣特定的犯罪類型。不過，美國聯邦檢察官執行辦公室在美國聯邦檢察官年度統計報告(United States Attorneys’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有提到公部門貪污案件的定罪率。不過，該項數據並未按照犯罪者為一般人或公務員而區分。
茲將2002至2007年的統計數據整理如下。

	
	起訴件數與人數
	終結件數與人數
	定罪人數
	定罪率
	量處入監服刑率
	量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率
	量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率

	2002

	460,668
	399,527
	476
	90%
	49%
	24%
	14%

	2003

	454,704
	449,687
	621
	90%
	56%
	28%
	18%

	2004

	514,761
	425,632
	561
	89%
	52%
	22%
	11%

	2005

	441,673
	480,745
	670
	90%
	56%
	25%
	11%

	2006

	503,731
	501,706
	635
	90%
	56%
	26%
	13%

	2007

	474,740
	480,738
	675
	92%
	58%
	28%
	12%


由上表可知，美國聯邦檢察官起訴的公部門貪污案件之定罪率在百分之八十九至九十二之間，而且，約等同於各該年度之整體案件定罪率。可見，美國檢察官辦理公部門貪污案件並不因案件複雜與敏感之本質而影響定罪率。

六、結論

公部門貪污案件定罪率的高低，牽涉的因素相當多，最基本的當然就是證據是否充分，以及法院(或陪審團)對於證據價值、法條解釋之態度。檢察官如何取得充分的證據，也要看法條構成要件要求到甚麼程度。如果法條的構成要件非常少，或者是可解釋為有罪的空間多，相對而言，檢察官的舉證責任就較輕，而這並不是檢察官懶散所致，而是法條本身規定如此即足夠。偵辦公部門貪污案件時，如果檢察官可以從容易證明的貪污相關法條著手，就取得立於不敗的地位，並視情形運用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偵查或訊問技巧，再鞏固其餘犯行，則取得有罪判決，似非難事。

從數據來看，美國檢察官辦案成績相當好。而美國檢察官偵辦公部門貪污案件有無優勢可言，我們可以從美國聯邦檢察官的座右銘尋求解答，”when in doubt, charge mail fraud”(有疑問時就用郵電詐欺法起訴)。郵電詐欺法(Mail and Wire Fraud)是一項聯邦法律，使聯邦檢察官取得案件管轄權而得以起訴違反該罪之犯行，以第一三四一條為例，聯邦檢察官只需要證明兩項要件即取得有罪判決，其一為詐欺之計畫，其二為利用跨州的郵務或電信設備來促進該項詐欺計畫。第二個要件其實是要讓聯邦取得管轄權之要件，而且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甚至認為被告無需自己參與使用該項郵務服務，只要能合理預見他人會使用郵務服務而促成其犯罪計畫，就算符合構成要件，
可見聯邦最高法院相當支持聯邦檢察官使用此項法律，因此，聯邦檢察官真正需要證明的其實只有被告有詐欺之計畫。但這項法律與公部門的貪污犯行有何關係？由於該條文義之寬泛，所謂詐欺並不限於傳統的銀行詐欺、消費者詐欺、股票詐欺、保險詐欺等，而已經適用到選舉詐欺及賄賂等犯行，再參照該法案第一三四六條之規定，所謂詐欺之計畫包括剝奪他人享有接受誠實服務之無形權利，因此，就公部門的貪污而言，這就是指公務員的貪污行為使選民無法享有其應得的誠實服務之權利，感覺上像是公務員有違背職務之計畫，即足以構成犯罪。而這樣簡單而寬泛的法條，最高已可處以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在欠缺聯邦賄賂罪規定的州法層次，郵電詐欺法就成為聯邦檢察官對抗州或地方官員貪污之利器。
這項法律也被視為其他較複雜案件之基礎。
 

此外，由於美國聯邦法律還有不實陳述罪、
妨害司法公正罪等，即便無法證明貪污犯行，但仍然可以只針對官員之不實陳述罪或妨害司法公正罪予以追訴處罰。此外，被告也普遍願意認罪，檢察官也樂得與被告認罪協商，這在我國似乎是永遠難以做到的，即便罪證甚為明確。綜上所述，美國聯邦檢察官辦案有無優勢，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我國法院法官的見解未必正確，卻又不願意接受檢察官的法律見解，法官遇到複雜案件通常也會出現抗拒、無法理解、延滯訴訟等情形，以致產生訴訟愈久愈假的現象。

如果我國法制有更多類似美國比較容易成立的刑法條文，刑責也不必太高，檢察官偵辦貪污案件時，像美國聯邦檢察官一樣，可以先從部分容易成立犯罪的基礎犯罪事實發展，再向外擴展至實際貪污犯行，相信可以有效打擊貪污犯罪，即便貪污犯罪最終無法證明，但仍然可以追訴被告的不實陳述罪等犯行。再者，追討貪污犯罪的不法所得也是打擊貪污的重要課題，我國法制只限於刑事犯罪之沒收追徵追繳等，但在欠缺被告有罪刑事判決之情形時，卻無法沒收實際上屬於犯罪所得或無正當理由之財產增加。筆者認為，我國法制欠缺不經過對被告之有罪判決，即可直接針對不法財產予以沒收或沒入的相關規定，美國法制在此部分已有規範，這或許是日後我國可以參考規劃的方向。

十二、淺論美國不實陳述罪

壹、問題意識--被告有沒有說謊的權利？

在台灣，被告面對司法警察、法官或檢察官之詢問與訊問時，可以選擇保持沉默，也可以選擇說實話與說謊，保持沉默者，沒有人能強迫被告供述，司法機關只能選擇以其他方式調查證據釐清事實；說實話承認犯罪者，大概等著接有罪判決書或緩起訴處分書；但被告若說謊或做出與事實不符之陳述，不論其實際上有無犯罪，皆會擾亂司法機關偵、審之正確性，甚至可能影響其他被告案件認定事實之正確性，但被告可能完全無需為此負責，即便被告仍因所涉本案遭定罪，然其說謊行為本身所造成之妨礙司法調查程序公正性，並未受到制裁。
所以，在台灣，被告確實是有選擇不實陳述或說謊的本錢。

在美國，被告可以主張第五修正案不自證己罪特權而選擇保持沉默，但僅止於此，因為美國最高法院認為第五修正案之條文與精神皆未賦予被告有說謊的特權(…,neither the text nor the spirit of the Fifth Amendment confers a right to lie)。
美國最高法院更認為國家有權強迫被告供述，在被告主張第五修正案時，可以透過豁免權條款加以調合，使檢方不得以被告自證己罪之供述以及因此取得之證據，做為日後起訴被告之證據。
此外，被告雖主張保持沉默，但大陪審團認為必要者，仍可在提供豁免權後，強迫取得被告之供述，此時被告若仍拒絕供述，則有可能因此受到藐視法庭(contempt of court)之處罰而關入看守所。因此，美國是以上開方式調和司法公正調查之公共利益以及被告不自證己罪之特權，而非只強調單方面之利益。

貳、美國法之規定

一、兩種類型

事實上，被告所為之不實陳述，不論書面或口頭等等，是有可能對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門所提出，不僅限於司法調查程序。美國有多項關於不實陳述罪之規定，最普遍被聯邦檢察官引用的是18 U.S.C. §1001，
它適用於行政、立法、司法部門所進行之相關程序。可分為兩種犯罪類型：

(一)、不實陳述罪

本條所包含的不實陳述類型包括口頭或書面，已宣誓或未宣誓，自願或法律要求。檢察官必須證明該項陳述確實是虛偽的，而不只是誤導的、未經授權的或甚至是欺騙的。所以通常被告之抗辯有下列兩種，一方面主張被告當時被問的問題本身根本就含糊不清，另一方面主張被告之陳述幾乎都是真的。除了不實陳述罪之一般條款18 U.S.C. §1001外，美國國會針對特定情形尚單獨制定處罰規定。例如18 U.S.C. §1035、18 U.S.C. §1350，前者與健康照護有關，後者處罰公司主管未能擔保財務報表之真實性。事實上，18 U.S.C. §1001之規定仍可適用於18 U.S.C. §1350之犯行，所以美國檢察官可以選擇其中之一起訴。

(二)、隱匿重要事實罪

也就是被告將重要事實予以隱匿不揭露。因此，在被告抗辯其陳述雖具有高度誤導性，但並非虛偽時，司法部建議檢察官可選擇以隱匿重要事實罪來避免虛偽陳述罪所需負的舉證責任。隱匿重要事實罪並不要求證明被告之陳述係虛偽，而要證明被告係以手法、計謀或手段而歪曲、隱匿重要的訊息，也需要被告有一些隱匿的積極動作。而且，被告在隱匿事實時，必須負有揭露該等事實之法定義務。所以在被告有揭露義務時，若被告仍有所誤導地保持沉默，就有可能構成本項犯罪類型。

由於不實陳述罪不以宣誓為要見，不實的陳述不以存在於正式紀錄為必要，所以不實陳述罪適用範圍比已宣誓及正式文書紀錄為要件之偽證罪較廣。但不實陳述罪與偽證罪之刑度相同。學者質疑這是否合理，因為兩者所造成之危害與嚴重性是否相同。

二、構成要件

以下即就18 U.S.C. §1001不實陳述罪之構成要件加以說明：

(一)、重要性(materiality)

18 U.S.C. §1001(a)在一九九六年有所修正，該項所定三款罪行在一九九六年之後，都必須以重要性為其要件。重要性這個要件係用以排除輕微的虛偽陳述或隱匿事實罪行。重要性是個抽象的名詞，美國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Gaudin案中做出定義，認為重要性係指具有自然的傾向與影響，或有能力去影響決定者之決定，且必須舉證到超越陪審團之合理懷疑。在具體個案，到底檢察官要舉證到甚麼程度呢。檢察官只需要證明到該項陳述足以影響各個相關聯邦機構，也就是該項陳述本身具有影響之可能性即可，不以確實發生所設想之結果為必要。以下是法院認為檢察官不必舉證的一些案例：

1該項不實陳述完全可信或事實上已被採信；

2政府機關確實倚賴或已受該項虛偽陳述或隱匿事實所影響；

3聯邦政府並未有任何確實的財產損失；

4該項陳述係依要求而提出；

5政府已經閱讀或接獲該項陳述。

(二)、管轄權(jurisdiction)

此處所謂的管轄權，並非土地管轄，而是事務管轄權。在一九九六年修法之前，18 U.S.C. §1001並未明文規定適用於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之機構，而只單純規定適用於聯邦之部門(department)與機構(agency)，但美國最高法院在一九五五年的United States v. Bramblett
案件中，將上開規定明文解釋包括行政、立法與司法之部門，所以把國會議員向立法機關之眾議院支付辦公室提出之不實陳述，認為構成不實陳述罪而應加以處罰。最高法院在一九八四年的United States v. Rodgers
案中，對於事務管轄權之解釋也採取寬鬆態度，認為如果法律規定各該機關有要求被告提出相關資訊之權力者，該機關對於被告因此所配合提出之虛偽陳述案件即取得管轄權。所以，負責總統維安的聯邦秘勤局與調查局對於被告謊稱其失蹤的妻子涉及謀殺美國總統之計畫，所涉及的不實陳述罪，仍有管轄權。但最高法院後來在一九九五年Hubbard v. United States
案中，又採取限縮解釋。認為18 U.S.C. §1001條文所稱之部門(department)與機構(agency)，並不包括聯邦法院所進行之程序。而推翻了前述Bramblett案之見解。

國會對Hubbard判決所做的反應，就是在一九九六年修正18 U.S.C. §1001(a)之規定，明確而廣泛的規定不實陳述罪是針對聯邦政府行政、立法與司法權分支機構所管轄之任何事務所為，但又有18 U.S.C. §1001(b)之司法程序之除外規定，認為不實陳述罪並不適用於司法程序之一造當事人，或該造當事人之律師，於該程序中所呈交給法院之陳述、表述、書面等。這樣的除外規定引來一些疑慮。第一，該項法律並未區分司法核心事務以及行政性內部管理事務，等於全部涵括在內，是否有擴大此項除外規定。第二，若案件之被告當事人請求共犯於其案件中接受調查，該共犯並有不實之陳述，則是否可能該被告因為係一造當事人，有除外規定而不構成犯罪，但是共犯卻因為在案件中有不實陳述而構成犯罪。第三，被告對偵查案件之檢察官及大陪審團有不實之陳述，是否屬於此處所稱之司法程序。如果不是，檢察官對此項不實陳述要如何因應。美國司法部之檢察官辦案手冊的意見認為此處之例外規定是為了避免被告與辯護人產生寒蟬效應。因此，被告或辯護人如果是對於司法部門之其他機構提出不實陳述，例如緩刑辦公室，仍構成不實陳述罪。至於非當事人之一方對於司法權之事務範圍內所提出之不實陳述，仍皆得以此條加以起訴。

18 U.S.C. §1001(c)則規定只有下列二類對立法機關之不實陳述才構成犯罪。包括第一、行政類事項，包括聲請款項、與取得財產或服務、人事或雇用作業、補助服務、法律、規則或規定所要求提呈給國會或立法部門辦公室之文件有關之事項；第二、國會之調查，由國會辦公室、任何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依據參眾兩院之規則而授權進行之調查或審查。美國司法部之檢察官辦案手冊的意見認為適用於本條之不實陳述罪類型，諸如保證人證書、薪資文件、財產申報書。這種限制之目的是為了保障選民能自由提出資料給國會。

(三)、主觀犯意(mens rea)

行為人主觀上必須知道該項陳述係不實在的，也就是有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但不能是過失。一些聯邦法院也有見解認為被告蓄意漠視表格內含有重要而不實內容之高度可能性，以及輕率地不顧真相，而其目的為故意不想得知真相，仍然屬於故意，並稱如果不這樣認定，那麼18 U.S.C. §1001之規定宛如不存在。但是，這樣擴張主觀犯意的理論，是否等於要求被告當初本來就應該更謹慎，換言之，被告當時的主觀意識其實仍是過失而非故意。

附帶一提，被告雖然可以保持沉默，但如果被告的回答是單純的「沒有」或「不是」，這算不算一種陳述或是保持沉默。最高法院認為被告的「沒有」或「不是」也是一種陳述，且由於政府機關之調查就是要發掘真相，這樣的不實回答確實使政府調查之功能有遭受誤用之可能。但是美國司法部的政策是不起訴在刑事調查中單純否認犯罪這類犯行。不過，在例如移民與歸化單位之官員進行之例行性詢問，被告藉由不實在地回答「沒有」或「不是」，藉以取得一些利益時，仍然可以起訴。

叁、立法價值

回到第一句話，被告有無說謊的權利？在美國法上的答案，應該是相當清楚的。以筆者粗淺而不精緻的觀察，不實陳述罪在美國法上很像是針對所有不實陳述犯行的一種基礎罪名，所以，在特定的一些情形，它會與其他罪名產生競合，包括像詐欺罪、偽證罪、妨礙司法公正罪、誣告罪等。在上開罪名不容易證明時，檢察官可以選擇相對比較簡單、明確而容易成立的不實陳述罪名起訴。如果檢察官在調查原先設定之本案後，發現並無犯罪嫌疑或舉證非常困難，設若被告在調查過程中有不實陳述犯行者，檢察官就可以只起訴被告的不實陳述罪行。

誠如美國最高法院所述，憲法並未賦予被告有說謊的特權，所以任何人對美國政府有不實陳述之情形者，原則上會構成刑事犯罪。台灣如果有類似規定，至少應該有助於維繫司法調查程序之正確性。茲舉二例說明，第一，在司法警察或政風人員進行之詢問或調查程序，當被告或證人有不實陳述者，就可以單獨對該不實陳述罪予以處罰。否則現在被告或證人在司法警察詢問時，即便如何說謊，都不會遭受任何法律上不利益，增添其說謊之誘因。且被告在司法警察之調查階段說謊，會增添後續司法調查資源之支出與不必要的浪費，甚至危及其他被告案件之正確性，對人權保障與司法正義沒有幫助。第二，在調查公務員財產有不成比例之不當增加，或公職人員申報競選經費明顯過低時，若能先要求涉案公務員針對財產不當增加之金額、時間、原因，或是競選經費詳細支出細目等以口頭或書面加以說明，而經調查與實際情形不符者，(即便不能證明該款項係犯罪所得，此時得視情形尋求以民事沒收方式處理)，但檢察官仍能舉證證明該公務員有不實陳述而加以制衡，且給予該公務員再一次澄清說明或補申報之機會，也不會被批評為設圈套，更能經由該公務員之再次確認相關事實，而更加證明該公務員之犯罪故意，此時被告公務員若仍一概推說「不知情或推給下屬或會計等」，將甚難採信，更可避免落入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之批評。綜上所述，被告一方面因為害怕新增一條罪名，有可能增加被告據實陳述之誘因(可能性之高低需要評估)，另一方面若被告有明確的不實陳述行為，但檢察官在本案調查後認為未達起訴門檻時，仍可針對被告或證人在本案調查程序中另犯之不實陳述犯行予以追訴。

� 我依其內容，暫譯為「尋回失竊的資產」。


� 該機構為獨立之非營利性智庫，針對公共或公司治理及法令遵循等主題進行研究、政策建議及能力建構，透過其所屬之國際返還資產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Asset Recovery）提供訓練及諮詢服務，該組織位在瑞士，係瑞士巴塞爾大學（University of Basel）相關機構，在今年三月與聯合國所設立五個研究所之一的跨區域犯罪及司法研究所（United Nations Interregional Crime and Justice Research Institute）簽訂備忘錄，針對調查與追蹤及返還資產，打擊洗錢及恐怖主義等國際合作事項提供訓練及促進合作。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baselgovernance.org/" ��http://www.baselgovernance.org/�。


� 作者於一九七七年畢業於日內瓦大學法學院，現為日內瓦之Schellenberg Wittmer’s litigation group之合夥人，主要執業領域為一般及國際訴訟、白領犯罪、國際司法互助及金融業之法令遵從。


� 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f89ac79b-a960-11dc-a173-e30edbd7432c.html"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f89ac79b-a960-11dc-a173-e30edbd7432c.html�。


� 本讀書心讀係參照英文資料寫成，但瑞士之官方語文為德文、法文、義大利文，瑞士政府官方網站雖然提供部分英文版法條，卻均表示並非官方翻譯，本人才疏學淺，無法閱讀德文、法文、義大利文，所以透過英文資料之理解，可能不若上開官方語言直接，若有錯誤由本人自負。


� 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rhf.admin.ch/rhf/de/home.html" ��http://www.rhf.admin.ch/rhf/de/home.html�。


� 除了返還資產以外，還包括人犯之引渡等事項，後者與本文無關，茲不贅述。


� 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rhf.admin.ch/etc/medialib/data/rhf.Par.0011.File.tmp/checkliste-ausland-e.pdf" ��http://www.rhf.admin.ch/etc/medialib/data/rhf.Par.0011.File.tmp/checkliste-ausland-e.pdf�。


� 包括請求之法律依據、請求之權源、目的、受調查之對象、案情摘要及構成要件事實、請求之具體內容、書面為之、以德語、法語或義大利文或須包含以前三種語文翻譯之譯本等，無外交關係者可直接透過司法部或受請求之機構為之。在請求之具體內容方面，要能做到下列幾點，第一、需指出請求國所進行之程序與受請求之措施之間有何關聯性；第二、明確指出欲搜尋之證據及欲請求之作為，例如凍結某銀行某人之帳戶、扣押或交付某些文件、訊問某證人等；第三、若欲訊問證人，應提出完整的訊問題目；第四、要對人或處所實施搜索、扣押或交付物件時，需另附加請求國亦允許此等措施之確認，然此點只在與瑞士欠缺司法互助協定之國家才適用。同前註。


� 此條係瑞士之組織犯罪條文，任何人參與以暴力犯罪或以犯罪手法獲取不法所得為宗旨之組織，且對於組織之架構或成員應保守秘密者，以及支持該組織並參與犯罪活動者，得處以最高五年之勞役或有期徒刑(第一項)。若該組織已實施或意圖實施之部分或全部犯行在瑞士境內，則在國外犯罪之人亦視為在瑞士犯罪(第三項)。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gwg.admin.ch/e/themen/pdf/STGBArt260.pdf" ��http://www.gwg.admin.ch/e/themen/pdf/STGBArt260.pdf�。


� 本條第一項所規範之犯行，以該行為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資產係犯罪所得，卻仍進行阻撓辨明資產來源、追蹤或沒收資產之行為者，可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第二項規定如果行為人係犯罪組織之一員，或屬於從事持續性洗錢活動之集團成員之一者，最重本刑提高為五年。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gwg.admin.ch/e/themen/pdf/StGBArt305bis.pdf" ��http://www.gwg.admin.ch/e/themen/pdf/StGBArt305bis.pdf�。


� 本條第一項之罪名，係從事金融交易未盡注意義務罪，也就是針對任何人以收受、存入或幫助將資產投入或轉出為常業，且依情形未盡注意義務而未能查明受益人身分者，得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罰金。第二項係指第一項之人有權將其所發現該資產源自犯罪所得之事項通報地方或聯邦之受理通報機關。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gwg.admin.ch/e/themen/pdf/STGBArt305ter.pdf" ��http://www.gwg.admin.ch/e/themen/pdf/STGBArt305ter.pdf�。


� 請參見AMLA第二十三條第四項之規定。


� 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e05be17c-a349-11dc-bf1b-335d0754ba85.html"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e05be17c-a349-11dc-bf1b-335d0754ba85.html�。


� 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94b9138a-ac8f-11dc-abf1-b3c285048a05.html"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94b9138a-ac8f-11dc-abf1-b3c285048a05.html�。


� 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f7988658-ac88-11dc-8a2f-370564cad5ab.html"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f7988658-ac88-11dc-8a2f-370564cad5ab.html�。


� 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f89ac79b-a960-11dc-a173-e30edbd7432c/ar_mechanisms.html#toc2"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f89ac79b-a960-11dc-a173-e30edbd7432c/ar_mechanisms.html#toc2�。美國檢方在運用民事對物沒收訴訟相當有心得，認為可以彌補傳統刑事判決有罪之沒收程序所無法達成之目的。


� 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f89ac79b-a960-11dc-a173-e30edbd7432c/ar_mechanisms.html#toc2"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f89ac79b-a960-11dc-a173-e30edbd7432c/ar_mechanisms.html#toc2�。


� 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rhf.admin.ch/etc/medialib/data/rhf/recht.Par.0016.File.tmp/sr351-1-e_070101.pdf" ��http://www.rhf.admin.ch/etc/medialib/data/rhf/recht.Par.0016.File.tmp/sr351-1-e_070101.pdf�。


� 本條係一九九六年十月四日增訂，一九九七年二月一日施行。聯合國反貪公約第四十六條第四、五項也有相似規定。


� 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f89ac79b-a960-11dc-a173-e30edbd7432c/ar_mechanisms.html" ��http://www.assetrecovery.org/kc/node/f89ac79b-a960-11dc-a173-e30edbd7432c/ar_mechanisms.html�。


� 同前註。


� 同前註。


� 請參見AMLA第三條之規定。


� 請參見AMLA第四條之規定。


� 請參見AMLA第五條之規定。


� 請參見AMLA第六條之規定。


� 請參見AMLA第七條之規定。


� 請參見AMLA第九條之規定。


� 請參見AMLA第十條之規定。


� 請參見AMLA第十一條之規定。


� 請參見AMLA第十二條之規定。


� 請參見AMLA第三十七條之規定。


� Paul Gully-Hart et al., Recovering Stolen Assets 169 (Mark Pieth ed. 2008)


� 由於瑞士官方並未將此規則譯為英文，其官方網站內僅有德文、法文、義大利文版本，但有提供其他私人翻譯之版本作為超聯結，稱僅供參考用，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ebk.admin.ch/e/regulier/verordnungen.html#" ��http://www.ebk.admin.ch/e/regulier/verordnungen.html#�。因此以下係參考上開瑞士官方網站所超連結之KPMG網站內之英譯本，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kpmg.ch/library/pdf/20030401_MLO__SFBC.pdf" ��http://www.kpmg.ch/library/pdf/20030401_MLO__SFBC.pdf�。


� 請參見MLO SFBC第一條之規定。


� 請參見MLO SFBC第七條之規定。


� 請參見MLO SFBC第十二條之規定。


� 請參見MLO SFBC第十七條之規定。


� 請參見MLO SFBC第十八條之規定。


� Paul Gully-Hart et al., note 32, p. 172


� Id. at 173.


� 請參見IMAC第一a條之規定。


� 請參見IMAC第二條之規定。


� 請參見IMAC第八條之規定。


� 請參見IMAC第六十四條之規定。


� 請參見IMAC第十八條之規定。


� 請參見SCC第七十條第一項之規定。


� 請參見SCC第七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 請參見SCC第七十二條之規定。


� Paul Gully-Hart et al., note 32, pp. 175-176.


� 請參見IMAC第七十四a條之規定。


� Paul Gully-Hart et al., note 32, p. 173。


� Id, at 174.


� Id.


� Id. at 175.


� Id. at 175-176.


� Id. at 177-178.


� Id. at 178.


� Id. at 183.


� 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s://www.oig.lsc.gov/legis/pl106185.pdf" ��https://www.oig.lsc.gov/legis/pl106185.pdf�。CAFRA法案內容與案例不少，待日後陸續整理介紹。


� Stefan D. Cassella. "The Case for Civil Forfeiture: Why In Rem Proceedings are an Essential Tool for Recovering the Proceeds of Crime"11 Journal of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1 (2008).�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Insight/viewPDF.jsp?Filename=html/Output/Published/EmeraldFullTextArticle/Pdf/3100110101.pdf"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Insight/viewPDF.jsp?Filename=html/Output/Published/EmeraldFullTextArticle/Pdf/3100110101.pdf�。


� Kenneth Lay是安隆公司創辦人，在法院宣告有罪及沒收之判決後，等待量刑聽審前之二零零六年七月五日，死於心臟病。相關報導請參見：� HYPERLINK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7/05/AR2006070500523.html"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7/05/AR2006070500523.html�。


� Cassella並舉出近年之類似案例如下：


I. United States v. $252,300.00 in U.S. Currency, 484 F.3d 1271, 1274-75 (10th


Cir. 2007)


II. United States v. $124,700 in U.S. Currency, 458 F.3d 822, 826 (8th Cir. 2006)


III. United States v. $30,670 in U.S. Funds, 403 F.3d 448, 467-68 (7th Cir. 2005)


IV. United States v. $84,615 in U.S. Currency, 379 F.3d 496, 501-02 (8th Cir. 2004)


V. United States v. $117,920.00 in U.S. Currency, 413 F.3d 826, 829 (8th Cir. 2005)


VI. United States v. $110,873.00 in U.S. Currency, 159 Fed. Appx. 649, 652 (6th Cir. 2005)


VII. United States v. $159,880.00 in U.S. Currency, 387 F. Supp. 2d 1000, 1017 (S.D. Iowa 2005)


� 此案係被告在美國與加拿大兩地以電話詐欺方式詐騙美國被害人，得款七百萬美金，將款項層層轉到包括約旦在內之其他國家銀行帳戶，最後款項又回到美國。本案例是美國在九一一攻擊後新增補的18 USC § 981(k)條文第一次適用，981(k)是針對追繳不法所得之民事上沒收手段，有關該條文之立法意旨、在本案件之適用情形以及爭議所在，請參見Stefan D. Cassella. "Recovering the Proceeds of Crime from the Correspondent Account of a Foreign Bank" Journal of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9.4 (2006): 401-415.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Insight/viewPDF.jsp?Filename=html/Output/Published/EmeraldFullTextArticle/Pdf/3100090406.pdf"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Insight/viewPDF.jsp?Filename=html/Output/Published/EmeraldFullTextArticle/Pdf/3100090406.pdf�。


� Bennis v. Michigan, 517 U.S. 1163 (1996). 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94-8729.ZO.html" ��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94-8729.ZO.html�。


� United States v Aguilar, 515 US 593, 595-596 (1995).


� Id. at 596.


� Twenty-Second Survey of White Collar Crime: Obstruction of Justice, 44 Am. Crim. L. Rev. 793, at 796 (2007).


� Aguilar, at 597.


� Id.  


� Id. at 598.


� 148 U. S. 197 (1893).


� Aguilar, at 599.


� Id.


� Id. at 600.


� Id. at 601.


� Id.


� 本案件係由美國司法部內之廉政處(Public Integrity sector)刑案組(criminal division)承辦。


� 相關新聞內容請參見MSNBC引用美聯社2009年2月23日報導，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msnbc.msn.com/id/29352288/#storyContinued" ��http://www.msnbc.msn.com/id/29352288/#storyContinued�。


� 請參見肯特法官與美國司法部所達成之認罪協商契約(下稱認罪協商契約)所附之事實基礎(factual basis)部分，第二頁，


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american-justice.org/upload/page/99/20/samuel-b-kent-plea-agreement.pdf" ��http://www.american-justice.org/upload/page/99/20/samuel-b-kent-plea-agreement.pdf�。


� 同註三。


� 請參見註釋三認罪協商契約，第十三頁。


� 請參見註釋二之美聯社報導。


� 同前註。


�請參見註釋三認罪協商契約，第二至三頁。


� 請參見註釋三認罪協商契約，第一頁。


� 請參見註釋三認罪協商契約，第二頁。


� 史蒂文斯係共和黨籍，自一九六八年起就任參議員，前後共計四十年。


� 請參見起訴書。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rollcall.com/pdfs/stevensind.pdf" ��http://www.rollcall.com/pdfs/stevensind.pdf�。


� 請參見喬伊的呈報狀。Available at:http://media.adn.com/smedia/2009/01/14/18/stevens-unredacted-whistleblower-complaint.source.prod_affiliate.7.pdf。


� 請參見二零零九年四月七日之法院命令。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media.mcclatchydc.com/smedia/2009/04/07/16/Judge_Sullivan_s_order_setting_aside_the_Ted_Stevens_guilty_verdict.source.prod_affiliate.91.pdf" ��http://media.mcclatchydc.com/smedia/2009/04/07/16/Judge_Sullivan_s_order_setting_aside_the_Ted_Stevens_guilty_verdict.source.prod_affiliate.91.pdf�。


� 法官於命令中進一步指示司法部應與特別檢察官合作，包括提供偵查卷宗、證人及其他所需資訊。請參見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之法院命令。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politico.com/pdf/PPM124_stevenscontord.pdf" ��http://www.politico.com/pdf/PPM124_stevenscontord.pdf�。事實上，法官於二零零九年二月間即已認定原承辦檢察官因未於法官所定期限之前交出相關證據而藐視法庭。請參見The Associated Press, Stevens' Prosecutors Face Contempt Charges, February 13, 2009, 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00692719"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00692719�。


� 同註三呈報狀，第六至七頁。


� 請參照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四日及十六日之法院命令，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media.adn.com/smedia/2009/01/15/08/docket0261.source.prod_affiliate.7.pdf" ��http://media.adn.com/smedia/2009/01/15/08/docket0261.source.prod_affiliate.7.pdf�及� HYPERLINK "http://media.adn.com/smedia/2009/01/16/10/Sullivan_order.source.prod_affiliate.7.pdf" ��http://media.adn.com/smedia/2009/01/16/10/Sullivan_order.source.prod_affiliate.7.pdf�。


� 請參照起訴書第一至四頁。


� 請參照起訴書第六頁。


� 請參照起訴書第七至八頁。


� 請參照起訴書第八至九頁。


� 請參照起訴書第九至十頁。


� 請參照起訴書第十至十一頁。


� 請參照起訴書第十一至十三頁。


� 請參照起訴書第十四至二十八頁。


� 373 U.S. 83 (1963).


� 18 USC §3500.


� 除了這三項主要的規範外，還是有一些其它規定可以適用，請參照Julie R. O’Sullivan, Federal White Collar Crime 801-802 (3rd. ed. 2007).


� 473 U.S. 667 (1985).


� Julie R. O’Sullivan, supra note 18, at 828-829.


� Id. at 833.


� Id. at 834.


� Statement of Attorney General Eric Holder Regarding United States V. Theodore F. Stevens，Wednesday, April 1, 2009，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usdoj.gov/opa/pr/2009/April/09-ag-288.html" ��http://www.usdoj.gov/opa/pr/2009/April/09-ag-288.html�。


� 請參見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檢方之陳報狀，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clcblog.org/assets/attachments/DOJ_Motion_to_Dismiss_Stevens_indictment.pdf" ��http://www.clcblog.org/assets/attachments/DOJ_Motion_to_Dismiss_Stevens_indictment.pdf�。


� 請參見喬伊幹員之陳報狀第一頁，法院附卷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四日，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media.adn.com/smedia/2009/01/14/18/stevens-unredacted-whistleblower-complaint.source.prod_affiliate.7.pdf" ��http://media.adn.com/smedia/2009/01/14/18/stevens-unredacted-whistleblower-complaint.source.prod_affiliate.7.pdf�。


� 同註十九喬伊幹員之陳報狀，第六頁。


� 同註十九喬伊幹員之陳報狀，第一至四頁。


� 同註十九喬伊幹員之陳報狀，第四頁。


� 同註十九喬伊幹員之陳報狀，第五頁。


� 同註十九喬伊幹員之陳報狀，第五至六頁。


� Richard Mauer, Judge's list of prosecution missteps, 04/07/09, Anchorage Daily News.  Available at: http://www.adn.com/news/politics/fbi/stevens/story/752245.html.


� Id.


� Id.


� Los Angeles Times, Prosecutorial missteps from trial of former Sen. Ted Stevens, April 2, 2009. 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nation/la-na-stevens-highlights2-2009apr02,0,6335291.story"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nation/la-na-stevens-highlights2-2009apr02,0,6335291.story�.


� Richard Mauer, Judge's list of prosecution missteps, 04/07/09, Anchorage Daily News.  Available at: http://www.adn.com/news/politics/fbi/stevens/story/752245.html.


� 據媒體報導，法官幾乎不會判檢察官藐視法庭，最近較有名的案例是二零零七年，一位州檢察官因為說謊而遭州法官認定藐視法庭予以拘禁一日。請參見註二十八。


� Associated Press, Judges drops Stevens case; order probe, Apr. 7,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time.com/time/nation/article/0,8599,1889866,00.html.


� Martha Neil, Stevens debacle shows more oversight of prosecutors is needed, experts say, Apr. 3, 2009, ABAJOURNAL, available at: http://www.abajournal.com/news/stevens_debacle_shows_more_oversight_of_prosecutors_is_needed_experts_say/.


� Id.


�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3.asp。


�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7(a)、(b).


�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6(a) (1).


�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6(d) (1).


�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6(e) (2) (B).


� Julie R. O’Sullivan, Federal White Collar Crime 761 (3rd. ed. 2007).


� Stack v. Boyle, 342 U.S. 1 (1951).


� United States v. Salerno, 481 U.S. 739 (1987). 18 U.S.C. §3042是有關審前羈押與釋放之主要規定，雖然允許在一定條件下對被告施以羈押，但卻仍於該條(i)項明確揭示該條之規定不應被解釋為對無罪推定原則之修正或限制。請參照18 U.S.C. §3042(i).


� 此處所謂司法官員，judicial officer，係指依據18 U.S.C. §3041以及聯邦刑事程序規則之授權，在美國聯邦法院之審前、量刑前或上訴前決定羈押或釋放之法官或其他人，以及哥倫比亞特區事實審法院之法官。請參照18 U.S.C. §3156(a) (1)。此名詞與我國之司法官定義不同。為閱讀之便，以下皆以治安法官(Magistrate)稱之。


� Yale Kamisar, Wayne R. LaFave, Jerold H. Israel, Nancy J. King, & Orin S. Kerr,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 Comments and Questions, 2-17 (12th ed. 2008)


� Id. at 5-7.


� Id. at 7-8.由於大陪審團是不懂法律的平民所組成，因此，幾乎是被檢察官牽著鼻子走，所以，名義上是大陪審團，實際上仍是檢察官在進行犯罪調查。


� Id. at 8.


� Id. at 9.


� Id. at 10-12.


� Id. at 12.


� 18 U.S.C. §3142 (b).


� 18 U.S.C. §3142 (ｃ).


� 18 U.S.C. §3142 (ｄ).


� 18 U.S.C. §3142 (ｅ).


� Yale Kamisar et al., note 2, at 13.


� 18 U.S.C. §3142 (b)


� 該法尚且規定需以最少限制之方式為之，看起來與我國的比例原則有相似之處。請參照18 U.S.C. §3142 (ｃ)(B).


� Id.


� 18 U.S.C. §3142 (ｃ) (2).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認為保釋金必須讓被告及其家人覺得若需繳納時，會有椎心之痛，才能達到保釋金之目的。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Szott, 768 F.2d 159 (7th Cir.1985).


� 18 U.S.C. §3142 (ｃ) (3).


� 18 U.S.C. §3142 (ｄ) (2).


� 18 U.S.C. §3142 (ｄ) (1) (A).


� 18 U.S.C. §3142 (ｄ) (1) (B).


� 18 U.S.C. §3142 (ｄ).


� 18 U.S.C. §3142 (f) (2) (A).


� 18 U.S.C. §3142 (f) (2) (B).


� 18 U.S.C. §3142 (f) (1) (A).


� 18 U.S.C. §3142 (f) (1) (B).


� 18 U.S.C. §3142 (f) (1) (C).


� 18 U.S.C. §3142 (f) (1) (D).


� 18 U.S.C. §3142 (f) (1) (E).


� 18 U.S.C. §3142(h).


� 18 U.S.C. §3142(i).


� 18 U.S.C. §3145.


� 18 U.S.C. §3161(b).


� 18 U.S.C. §3161(a).


� 18 U.S.C. §3161(c).


� Yale Kamisar et al., note 2, at 5.


� Id.


� 相關條文規定摘錄如下：No person shall be …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


� 請參照18 U.S.C. §3481：In trial of all persons charged with the commission of offense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all proceedings in courts martial and courts of inquiry in any State, District, Possession or Territory, the person charged shall, at his own request, be a competent witness. His failure to make such request shall not create any presumption against him.。


� 請參照Counselman v. Hitchcock, 142 U.S. 547 (1892)。


� 請參見Griffin v. California, 380 U.S. 609 (9165)。


� 包括健康保險犯罪、性剝削未成年人、管制物品、特定詐欺犯罪等，而且常常僅限於提出紀錄或有體物，並非皆能強制證人接受調查。請參見18 U.S.C. §3486, 18 U.S.C. §1968, 21 U.S.C. §876, 31 U.S.C. §3733。


� 若被告係法人，則法人之員工不會自動成為目標，同樣地，若法人之員工係目標，該法人也不必然就成為目標。請參照USAM§9-11.151，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visited Jan. 15, 2009)。


� Id.


� 請參照USAM§9-11.150，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visited Jan. 15, 2009)。


� 請參照USAM§9-11.152，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visited Jan. 15, 2009)。


� 請參照USAM§9-11.153，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visited Jan. 15, 2009)。


� 請參照USAM§9-11.154，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visited Jan. 15, 2009)。


� 請參照USAM§9-11.155，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11mcrm.htm#9-11.151 (last� visited Jan. 15, 2009)。


� 請參照聯邦刑事訴訟規則7(c)(1)。


�請參照聯邦刑事訴訟規則9(a)。


� 美國在處罰公部門貪污之相關法條內所規定之犯罪主體也包括行賄之一般民眾，此與我國亦同時規範行賄者之情形相似，屬於典型的貪污犯行。由於我國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亦處罰一般民眾對公務員之行賄罪，因此本文將美國的行賄罪亦列入討論與統計之範圍。


� 礙於篇幅限制，相關法條之中文說明請參件附件一。


� Mail and Wire Fraud，請參照18 U.S.C. 1341, 1343, 1346。


� Racketeering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a Act (RICO)，請參照18 U.S.C. 1962。


� The Hobbs Act, 請參照18 U.S.C. 1951。此條文雖有規範公務員以公權力藉勢勒索干預商業罪，但僅係該條眾多犯罪類型之一種，且該條並不以公務員為犯罪主體。


� 相關說明可參見Julie R. O’Sullivan, Federal White Collar Crime, 473-474 (2007)。


� U.S. Dept. of Justice,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activities and operations of the Public Integrity Section for 2006, at 2 (2006), available at � HYPERLINK "http://www.usdoj.gov/criminal/pin/docs/arpt-2006.pdf" ��http://www.usdoj.gov/criminal/pin/docs/arpt-2006.pdf�。原則上，各區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會自行辦理該轄區內之貪污案件，但某些敏感案件、迴避案件、跨區案件、其他聯邦機關轉介案件及合辦案件等，才會由廉政處的檢察官負責，Id. at 5。自一九七八年開始，廉政處依據政府倫理法案第六零三條之規定，每年皆需向國會報告廉政處該年度之頁務活動，所以每年都有一份此類報告，讀者可在美國司法部網站內點閱，網址為：� HYPERLINK "http://www.usdoj.gov/criminal/pin/" ��http://www.usdoj.gov/criminal/pin/�。


� Id.


� 網址為：� HYPERLINK "http://www.ojp.usdoj.gov/bjs/" ��http://www.ojp.usdoj.gov/bjs/�。


� 相關法條之英文資料請參見附件三。


� 經筆者於美東時間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上課時詢問Goldstock教授，應如何查詢美國公部門貪污案件之定罪率，Goldstock教授也提到可以使用司法部網站進行查詢，當筆者提到有些貪污犯行其實是以郵電詐欺法起訴時，他也了解司法部網站資料有不足之處，所以建議筆者寫電子郵件詢問司法部廉政處(Public Integrity Section)，他們應該會有資料。有關廉政處之統計資料，請參見後述之說明。


� 此表顯示在2007年，經檢方依第201(c)條起訴之被告有五人。此張表格係筆者於網站內輸入條件所得，製表時間為美東時間2008年11月9日上午1時50分。


FY2007 Number of defendants in cases filed �(Results for Chapter 11 - Bribery, graft,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
�
Title and Section(s)


 2007





18 201 C 


5





Total


5





�
�
�
  �
�
�
Table created on: 09-Nov-08, 01:50 AM





Citation: BJS' Federal Justice Statistics Program website (� HYPERLINK "http://fjsrc.urban.org" �http://fjsrc.urban.org�)





Data Sourc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U.S. Courts' criminal data (as standardized by the FJSRC) 





�
�
�



� 此表顯示在2007年，經法院依第201(c)條結案之被告有十三人。此張表格係筆者於網站內輸入條件所得，製表時間為美東時間2008年11月9日上午1時51分。





FY2007 Number of defendants in cases closed�(Results for Chapter 11 - Bribery, graft,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
�
Title and Section(s)


 2007





18 201 C 


13





Total


13





�
�
�
  �
�
�
Table created on: 09-Nov-08, 01:51 AM





Citation: BJS' Federal Justice Statistics Program website (� HYPERLINK "http://fjsrc.urban.org" �http://fjsrc.urban.org�)





Data Sourc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U.S. Courts' criminal data (as standardized by the FJSRC) 





�
�
�



� 由此數據更可了解二零零六年遭判決有罪之人數，並非全部是該年度起訴之人，至少應該還包括前一年度起訴之被告。若直接以二零零六年之判決有罪人數除以該年度起訴人數，而逕認為該年度之定罪率，顯然不正確。請參見註八之司法部報告，第四十四頁。


� 請參見註八之司法部報告，第四十七頁以下。


� E-mail from Mark Motivans, Statistic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Justice, to Ming-Li Kuo, Visiting Scholar, Cornell Law School (Nov. 19, 2008 at 8:48 EST) (on file with author).


� Executive Office for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fiscal year 2002, at 6, �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2/02_stat_book.pdf"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2/02_stat_book.pdf�


(last visited Nov. 20, 2008).


� Executive Office for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fiscal year 2003, at 6, �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3/03_STAT_Report.pdf"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3/03_STAT_Report.pdf� (last visited Nov. 20, 2008).


� Executive Office for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fiscal year 2004, at 6, � HYPERLINK "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4/asr2004.pdf" ��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4/asr2004.pdf� (last visited Nov. 20, 2008).


� Executive Office for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fiscal year 2005, at 6, �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5/05statrpt.pdf"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5/05statrpt.pdf� (last visited Nov. 20, 2008).


� Executive Office for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fiscal year 2006, at 6, �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6/06statrpt.pdf"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6/06statrpt.pdf� (last visited Nov. 20, 2008).


� Executive Office for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fiscal year 2007, at 6, 47, �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7/07statrpt.pdf" ��http://www.justice.gov/usao/reading_room/reports/asr2007/07statrpt.pdf� (last visited Nov. 20, 2008).


� Schmuck v. United States, 489 U.S. 705 (1989).


� Julie R. O’Sullivan, Federal White Collar Crime 382 (3rd. ed. 2007).這項法律當然也被批評認為是把公務員的道德層面的問題予以刑罰化。Id. at 383。


� Id.


� 美國的不實陳述罪範圍甚廣，在刑事司法調查階段，包括面對司法警察之問題，而為不實之回答。在我國，或許可以採納而適用於被告皆受司法警察進行詢問時之不實陳述行為。至於檢察官問話，因為屬於具結之後之回答，屬於偽證罪之處罰，這與美國不同，美國檢察官並非我國定義下的司法官。由於不實陳述罪還可以包括書面陳述，因此，引用此觀念，在公務員故意不誠實申報財產時，課予刑責，也可以是一種不實陳述罪之處罰。由此思考我國最近考慮立法的財產來源不明罪，遭受舉證責任倒置之違憲質疑，或許可以採取不實陳述罪之立法方式，也就是對於財產來源不明之受調查對象，可以要求其以書面或口頭說明其財產之來源，若檢察官可以證明受調查對象之書面或口頭說明不實在，屬於不實陳述，此時被告就成立不實陳述罪，此種立法方式可以免除舉證責任倒置之質疑，較能保障人權。


� 台灣的法官或許會依照刑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認為被告犯罪後態度不佳而列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之一，但這畢竟與單獨處罰被告之說謊行為有所不同。


� Brogan v. United States, 522 U.S. 398 (1998).


� Kastigar v. United States, 406 U.S. 441 (1972).


� Julie R. O’Sullivan, Federal White Collar Crime 263 (3rd. ed. 2007).


� 348 U.S. (1955).


� 466 U.S. (1984).


� 514 U.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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